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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管理框架下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的

基本逻辑与设想
□　邹　兵

[摘　要] 国家机构改革将原来分散的空间规划职能整合到自然资源部，体现了当前国家空间治理的基本逻辑：整体性治理
思路、根除多个空间规划的冲突、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文章认为自然资源管理框架下的空间规划体系重构要维护空间系统的
整体性，注重规划的基础性、约束性、综合性与战略性的平衡，区分不同层级空间规划的职能，吸收原有规划体系各自的优势。
在此认识上，文章提出了重构新型空间规划体系的设想和建议，展望了规划学科和行业发展走向。
[关键词] 空间规划体系；国土空间；治理；自然资源
[文章编号]1006-0022(2018)07-0005-06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A
[引文格式] 邹兵．自然资源管理框架下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的基本逻辑与设想 [J]．规划师，2018(7)：5-10．

Logic And Concep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Reconstruc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Zou Bing
[Abstract] Integration of scattered spatial planning in previous different departments into natural resource bureau has exhibited 
the fundamental logic of national spatial governance: holistic governance, removal of contradictions by different plan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The paper argues that under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framework, spatial plan shall preserve the 
integrity of spatial system, balance basic, restrictive, and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haracters in planning, clarifies different levels 
of plans and their roles, and integrates advantages of previous spatial plans. The paper puts forwards suggestions of restructuring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and predicts the future of urban planning discipline development. 
[Key words]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National land and space, Governance, Natural resource

0引言

随着 2018 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机构调整方案
的出台，多年来“多规演义”引发的空间规划管理权
归属之争以新的自然资源部的成立而尘埃落定，多个
部门各自主导推动的沸沸扬扬的“多规合一”试点工
作也由此划上了一个句号。尽管近几年关于空间规划

体系的讨论一直是规划界的热点话题 [1-3]，但那毕竟
是在制度环境不确定条件下的开放式学术研讨。而“多
规合一”的体制问题得以基本解决后，在新的制度框
架下重构统一的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就成为现实工作的
当务之急。要顺利完成这一国家空间治理体系的顶层
设计，必须深刻理解当前国家经济社会的宏观形势背
景和当下国家治理的重点任务，厘清当下国家空间规

[作者简介] 邹　兵，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总规划师。

本期主题：空间规划与城市设计立法

[编者按]过去 40 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而城市发展则从增量扩张阶段转入存量
提升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规划体系不完善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一方面，现行空间规划体系在行政体制“条条分割”与“条块
分离”的状态下运行，导致“多规”冲突，给地方发展造成诸多困境；另一方面，存量提升阶段城市设计有效控制城市公共空间的作
用进一步凸显，但其法律地位却一直没有明确，制约了其管控效力。在此背景下，国家开始从顶层设计层面解决城市规划体系不完善
问题，2017 年 3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城市设计管理办法》，以部门规章的形式确立了城市设计的重要性和法律地位；2018
年 3 月成立了自然资源部，将原来分散的空间规划职能整合到自然资源部，从根本上破解了“多规”冲突的局面。在新的行政和法
律环境下，城市空间规划体系如何重构，城市设计如何提升法律效力，成为现实工作的当务之急。基于此，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
以“空间规划与城市设计立法”为主题，一方面在梳理我国空间规划发展背景和国家空间治理过程的基础上，探讨空间规划体系重构
的基本原则和思路，另一方面通过解读英、法城市设计法定管控内容和经验，探讨提升我国城市设计法律效力的方法，以飨读者。



6

段的城市总体规划往往被地方政府当作
与中央政府、上级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
工具，迫使国家另寻其他政策工具加以
制衡。

(3)1998 年国土资源部成立，同年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确立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并强化了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定地位，明确城市
总体规划必须服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
定的建设用地规模等核心控制要求③。
虽然该法律承认了城市规划在规划区内
的管理权，但是也明确了其管理范围仅
限于建设用地，而非以前对所有土地使
用都适用④。2008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10] 虽然将规划管理
权限延伸到了乡村地区，但是实际管理
内容却被限制为建设活动⑤，并接受了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约束条件⑥。在这
一轮“两规”的激烈博弈过程中，土地
利用规划借助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地位。

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导致各政
府部门都有扩张自己权力边界的强烈冲
动，导致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
定化。这在“两规”冲突中表现得十分
突出：“规划下乡、国土进城”导致“两规”
的管理空间高度重叠，两部法律支持下
的两个规划在过去10多年中互不衔接、
相互掣肘的倾向日趋严重，让地方政府
无所适从，苦不堪言，已经严重影响到
经济社会的发展效率，整合“两规”成
为各方的基本共识。面对这一难题，中
央最终选择将城乡规划职能转入以原国
土资源部为班底组建的自然资源部的解
决方式，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但却与
我国当前发展形势、背景有关。

1.3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前国家

空间治理的重点任务

国家规划机构和职能的设定及调
整，既与当前面临的形势、治理重点和
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也与中央对于部门
落实国家战略的手段、力度和预期效果
的认识判断有关，但却与该项职能所依

划体系重构的基本逻辑。

1当前国家空间治理问题的基本

逻辑

1.1整体性治理是当前国家空间治理

方向的理论诠释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新的理
论支持，国际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由新公
共管理转向整体性治理的趋势变化[4-5]，
可从学术视角为当前国家机构改革的方
向提供理论注解。

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公共管
理理论，推崇的是一种以效率为基本价
值取向的政府治理模式。它倡导在政府
内部引入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强调绩效、
结果、分权及解制等。这种治理方式在提
供多样化政府服务的同时，也使政府机
构破碎化，而且过度分权造成了组织之
间信息的分散和沟通的不畅，降低了政
府服务公众的聚合能力。整体性治理理
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的一种修正，它强调
政府部门提供服务的整体性，依靠信息
技术手段，对治理层级、功能、公私部
门关系和信息系统的碎片化问题进行有
机协调与整合，建立一个跨部门紧密合作、
协同运作的治理结构，使政府治理从分
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
走向整合，以改变新公共管理过度分权
产生的多头等级结构的状况，克服政府
组织内部的部门主义、各自为政的弊病；
它强调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平台，提高政
府整体运作效率和效能，尤其有助于强
化中央政府对政策过程的控制能力。

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当前国家空间治
理体系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其倡导在
机构设置上加大职能整合力度，健全部
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在技术手段上
注重信息技术的应用，构建协同服务空
间信息平台。

1.2根除多个规划的冲突是空间规划

体系重构的基本前提

空间治理当务之急是需要解决长期

以来多个空间规划重床叠架、相互打架
的问题。尽管主体功能区划、生态环境
规划等也存在不协调的问题，但与城乡
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以下简称“两规”)
之间的激烈冲突相比，仍属于次要矛盾。
众所周知，“两规”的管理对象均指向
同一空间，而且是空间核心的资源—
土地；“两规”都拥有各自学科的理论
和技术基础，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
了系统固定的规划体系和技术规范，且
各自都得到了国家法律体系的支持。因
此，根除“两规”冲突是解决多规矛盾
的关键所在。

“两规”的协调与冲突经历了一个
发展变化的过程：

(1)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8 年，全
国城镇化水平不过17.9％，“百废待兴”，
加快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是这一时期国
家的头等任务。在“先规划，后建设”
的指导思想下，无论是1984年颁布的《城
市规划条例》[6] 还是 1990 年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7]，都将城
市规划区内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纳入
了城市规划的管理范畴①；而 1986 年和
1988 年颁布的两版《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8-9]，也都接受了“在城市
规划区内，土地利用应当符合城市规划”
的制度安排②。可见，在 1998 年之前，
城市规划管城市土地、土地利用规划管
农村土地，两者管理边界泾渭分明，彼
此倒也“相安无事”。而且，由于城市
规划区是由城市总体规划自主划定的，
这一阶段实际是由城市规划主导着空间
管理权的设置。

(2)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市场经济
全面推进，随着城市土地制度、住房制
度的改革以及分税制的实施，城市政府
的“地方企业主义”趋向日益明显。招
商引资和房地产驱动形成的“土地财政”
模式，促使地方政府普遍拥有扩大城市
规划区的强烈意愿，造成城市空间扩张
和土地消耗的速度大大超过经济及人口
的增长规模。这一时期，在“发展是硬
道理”的指导思想下，作为宏观调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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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的学科研究基础是否扎实、行业技术
力量是否雄厚、技术储备是否充足并没
有必然联系。当前国家空间治理面临以
下形势、背景的变化。
1.3.1背景一：国家城镇化进程进入

下半场

我国城市规划的起点是服务项目
建设，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156 项重点工程建设，还是后来具有重
大影响力的唐山灾后重建、特区建设、
新城新区建设及汶川震后重建等，都与
“建设”二字紧密联系。这与英美等国
家针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问题，
将城市规划作为公共干预手段的背景存
在本质的区别。尽管我国学术界反复强
调城市规划的工作重点是空间资源的综
合性利用，但在行政职能的设置上，服
务于城市建设始终是城乡规划工作的核
心内容。

据官方数据统计，2017 年我国城
镇化水平达到 58.5％，城镇常住人口为
8.13 亿，城镇建设用地面积超过 10 万
平方千米。虽然城镇建成区面积占国土
面积很小，但是已足以容纳 10 亿城镇
人口居住和就业；虽然国家城镇化进程
仍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但是未来
城镇发展将告别“大扩张、大建设”的
时代，进入内部结构优化提升的阶段；
虽然近年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城市
在国家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
是相较于广阔的国土空间，城市建设空
间毕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提升发展质
量，保护生态环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
系，在整个国土空间管理中居于更加重
要的战略地位。
1.3.2背景二：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国家

持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经济高速
增长的一个沉重代价就是资源的巨大消
耗，累积了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源
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
化快速。面对如此局面，2013 年中央
开始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2018 年 5 月召开的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规格空前，大会关于“生
态文明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
大计”的表述和“关键期、攻坚期、窗口
期三期叠加”关键时间节点的重大判断，
反映出中央决策层将协调人类生产与自
然环境的关系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⑦。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将成为新
时期空间规划工作的主基调，空间规划
不仅要关注人与建设、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体现以人为本，还要追求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坚持以自然为本、以生态
为要。
1.3.3背景三：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

保护需要国家强力干预

与经济增长和城市建设更多需要借
助市场力量来推动所不同的是，生态环
境保护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必须依
靠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过
去 30 多年，城乡规划在适应市场经济
运行规律、自下而上调动市场力量来实
现城市空间资产的保值增值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但在管控资源使用、约束
地方机会主义行为方面缺乏有力有效的
抓手。而强调自上而下的约束、以管制
为治理导向的土地利用规划被认为更加
“实用管用好用”，更能落实中央的战
略意图，这或许是其能从“多规合一”
改革的部门竞争中最终胜出的重要原因
之一。

2自然资源管理框架下空间规划

体系重构的基本原则

自然资源管理框架下的空间规划体
系重构，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
不仅要有机地整合既有的各类规划，还
要在纵向上协调处理好国家、省、城市、
县乡等不同层级空间规划的权责关系，
在横向上协调处理好与外部其他部门规
划的关系，避免产生新的规划冲突。

2.1维护空间系统的整体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多规
演义”既定格局的形成有其漫长的过

程，长期的理念隔阂与技术壁垒非短期
可以消除，表面形式上的整合完全可能
导致一种“貌合神离”的局面。最近关
于空间规划体系的建构，就存在建立所
谓“1+N”体系的方案建议⑧，即在一
个国土空间规划下，并列设置 N 个专
项规划。不同的学者对这其中的“N”
也有不同设想，有按专业类型进行划分
的，如城乡规划、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海洋功能区划、土地利用规划、自然生
态保护规划……也有按行动类型进行划
分的，如资源保护类 ( 耕地、林地、海
洋保护规划 )、要素配置类 ( 交通、水利、
市政、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实施操
作类 ( 五年近期规划、年度计划土地复
垦与整治规划、项目建设规划……) 等。

自然资源管理框架下空间规划体系
的重构必须强化一个基本共识：山、水、
林、田、湖、海、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这些自然要素与城镇共同组成的国土空
间是一个连续完整的系统，是一个有机
整体，不能再被分割、肢解。基于这样
的原则，上述设想建议并没有很好地解
决国土空间系统的整体性规划问题，仅
仅以国土空间规划的名义在现有各类规
划之上“戴了一个整合统筹的大帽子”，
实际仍是多规并存的局面，空间系统仍
然是被分割的，这些建议至多只能作为
过渡阶段的权宜之计。如果短期空间规
划体系重构难以一步到位，至少应保证
在国家层面由一个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统
筹全局，以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志，防
止再度被专项和条条规划所肢解；在城
市层面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合为一体，从根本上消除“两规”冲
突造成的不良影响。否则，这次中央下
大决心推动的机构改革终将失去应有的
价值和意义。

2.2注重基础性、约束性与综合性、

战略性的平衡

自然资源部的职能是统筹自然资
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履行全民所有的
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者责任。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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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协调区域空间发展和管理地方空间
事务的多种作用。

3.1国家和省域层次空间规划的定位

与工作重点

长期以来，我国缺少一个具有高度
权威性、兼具战略指引和管控功能的国
家级空间规划，是导致各类规划横向难
以协调、纵向传导不力的根本原因。在
新的空间规划体系中，全国国土空间规
划是总纲，必须是具有唯一性的权威规
划，而非在一个规划纲要下再并列设置
若干具有同等地位的法定专项规划。如
果考虑涉及内容过多和庞杂，可以在形
式上采用“1+N”的篇章结构，但各专
项内容只是一个统一规划下相对独立的
篇章，不单独具有法定意义，而且必须
同步编制、同时审批、同时实施。这样，
可从横向上遏制部门的扩权企图，避免
再出现政出多门、相互干扰的局面；从
纵向上对下位规划提出明确的指导和约
束，压缩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博弈空
间。这个规划不仅是约束性规划，还要
具有战略引领性功能，应集全国主体功
能区划、全国城镇体系和全国国土规划
的功能于一体，并纳入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及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
制内容。在此，笔者特别强调原有全国
城镇体系规划的作用。全国城镇体系规
划作为目前唯一具有法定意义的全国性
空间规划，曾先后编制两版，对全国和
省域城镇空间布局与规模、重大基础设
施的布局、生态环境保护及资源合理使
用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安排，但由
于多种原因却未正式批复。在自然资源
管理框架下，笔者认为原城镇体系规划
的核心内容仍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另外，
全国国土空间对于用地指标等重大权益
的分配不应完全基于现状格局，而应与
人口、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相协调，
真正发挥对空间发展格局的战略引领功
能。在区域落差巨大的国情面前，如何
体现全国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的效率与公
平的平衡，是对国家空间规划的巨大挑

资源不仅拥有自然属性，还拥有资产和
价值属性，即经济和社会属性。因此，
空间规划体系既要立足于资源的自然属
性进行有效保护，也要考虑资源的资产
属性来进行合理开发和公平分配。自然
资源管理框架下的空间规划，继续强化
规划的基础性和约束性功能是完全必要
的，但决不能仅满足于此。自然资源部
之所以取“自然”二字，是国家对于过
去城市建设忽视自然、破坏自然行为的
纠偏，但完整意义上的自然资源管理仍
要寻求保护与利用的平衡。新的空间规
划绝不是单一地保护自然资源，而是在
保护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利用资源，这
就要求具有综合性思维，平衡协调各方
利益、各类要素的关系，统筹城镇空间、
农业空间、生态空间的良性系统治理。
同时，还要高质量、高效率地开发利用
自然资源，发掘自然资源的最大价值，
这就需要有战略性思考、前瞻性谋划和
科学理性的分析判断。

2.3注重不同层级的空间管控特点的

差异性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已经
形成了中央负责宏观调控、地方主导经
济发展的分工模式，其优势已被过去 30
多年的巨大成就所证明，而且仍将持续
相当长的时期。此次城乡规划职能调整
传递了中央对地方规划权力上收的明确
信号。这虽然有利于解决国土资源开发
失序、利用低效及消耗过快等问题，但
是也可能影响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限制创新动力的发挥空间。因此，
如何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规划管理、
实施的权责关系就变得十分重要。遵循
的原则应是上位规划必须有效制约下位
规划，下位规划服从上位规划。同时，
上位规划也应该给下位规划留足弹性，
激发下级政府创新发展的动力；建立下
位规划对上位规划的反馈机制，防止信
息不对称产生的决策偏差。区分不同层
级空间规划的定位，国家和省级规划应
以资源和环境保护为主，强调管控；市、

县级规划在落实上级刚性管控要求的同
时，仍然要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追求
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

2.4在规划职能整合中充分发挥原有

规划的优势

“两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自形
成的技术体系和制度安排，均在各自领
域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各有优势和劣势。
土地利用规划的优势在于资源的刚性管
控手段：首先，是拥有及时更新的土地
利用现状数据、权属数据和全覆盖的
GIS“一张图”管理功能。经过 10 多年
的实践积累，土地利用规划不仅在技术
上形成了统一的统计标准、数据格式和
技术规范，还在机制上建立了统一的土
地调查制度、数据验收程序和信息库管
理制度。这有助于准确掌握国土空间的
“家底”，夯实资源管控的“底盘”。
其次，是建立了与规划实施相匹配的行
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包括农地转用、用
地计划和土地监察执法等，在空间资源
管控上具有扎实基础。而城乡规划的优
势在于更接近地方需求，更了解市场运
作，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对于空间价值、
空间利益等复杂问题的深刻认识和丰富
经验；善于主动的战略谋划，具有创新
性思维，通过合理高效配置空间资源使
其产生增值效应；善于识别新的经济增
长极并赋予土地新动能，实现地方财富
增长。

新的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应有机融合
两个规划体系的优势，扬长避短，而不
应简单拼合，更不能以一个规划取代另
一个规划；要实现刚性管控和弹性发展
之间的平衡，满足落实国家战略意志和
尊重地方发展意愿的双重需要。

3不同层级空间规划的职能定位和

工作重点

新型空间规划体系重构应考虑不同
层级政府的角色分工，确立各层次空间
规划的重点，发挥传导国家空间管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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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和考验。
省域国土空间规划起承上启下的作

用，以传导落实国家规划的要求、协调
省内各地区和城市的关系为主要功能，
其编制内容和形式与国家级规划大体类
似。要落实到位永久基本农田范围、生
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实现对下
层次的定量定界定标管理；根据省内国
土空间保护利用提出深化细化的要求，
可以在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下编制专项规
划，指导重大交通基础设施、能源资源
利用与重要生态功能区布局等。

3.2城市、县域层次空间规划的工作

重点和编制内容

城市和县级规划将不再设规划区范
围，而是实施全域空间覆盖、全要素统
筹管理。过去的“两规”在这一层级必
须实现完全彻底的融合，以原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为基础底盘，根据城市战略发
展需要安排原城市总体规划的功能布局
等各项内容。坚持“规划一张图”的管理，
划定“三区三线”，对上落实刚性约束
要求；同时也要对辖区范围内各地区、
各专项提出管控和约束性要求，可设定
地方事权内的强制性规划管理内容。

由于我国实施“市带县、市管县”
的管理体制，市域范围和规模差别很大，
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水平也不同，应
区分“大城小县”和“大县小城”的不
同特点，因地制宜地确定各自的规划编
制内容与方法。核心城市中心城区大而
强、下辖县少的“大城小县”，可以编
制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核心城市中心
城区不强、下辖县又多又大的“大县小
城”，可以参照省域国土空间规划的做
法，构建一个大的空间框架，对核心城
市以及下辖各县提出功能定位、发展规
模和边界等指引与管控要求，再深化制
定核心城市和各县域的规划。

3.3控制性详细规划职能的拓展和

完善

城市和县域的空间规划仍然可分为

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层次，地域范
围大的还可以增加分区规划层次。控制
性详细规划作为地方规划管理和行政许
可的依据，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应
继续发挥其作用并拓展职能，即不只针
对城镇空间或建设用地进行管理，而应
覆盖到全域。在城镇开发边界内，过去
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继续作为建设管理的
工具；在农业地区 ( 更确切应该是乡村
地区 ) 和生态地区，可根据地区的不同
特点和管控要求，划定控制管理单元，
分别编制农业控制单元详细规划和生态
控制单元详细规划，提出管控指标和要
求等。城镇、农业、生态三类地区的控
制性详细规划应结合过去的土地利用规
划的用途管制手段，建立统一的“规划
一张图”管理平台和数据库，进行动态
维护、更新和定期评估。此外，控制性
详细规划归于地方政府管理事权，但接
受上级政府在标准和程序上的监督。

4国土空间规划与其他部门职能的

协调关系

本次机构调整后，空间规划的职能
在自然资源管理框架下得到了整合，但
也没有达到“一统天下”的程度，仍有
大量与空间管理密切相关的内容和环节
需要衔接与协调。

4.1与城市建设管理的衔接关系

本次改革的一个重大变化，是自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市规划首次与城
市建设、管理部门相分离。而城市规划
管理的“一书两证”制度设计正是与建
设项目的全过程管理环节相关联的。最
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工程建设项目的
审批流程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以落实
“放、管、服”的改革要求 [11]。今后规
划与建设、管理的衔接协调问题，将在
地方城市和县、乡层面凸显。如何在满
足自然资源管控要求的同时，继续跨部
门有效指导城市建设，是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门面临的一个新挑战。笔者建议采

取两种解决路径：①允许地方政府因地
制宜，因城施策，根据自己管理实际需
要设置部门和职能，不求与国家和省级
部门一一对应，这样仍可以实现规划、
建设、管理等环节的全流程统一管理。
②重新划分规划管理链条，将控制性详
细规划以上层次的规划职能划归规划部
门，作为下层次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和
建筑方案设计的规划条件；将修建性详
细规划和方案设计职能归属建设部门，
保证设计与建设管理环节的连续性。规
划和设计的管理从此将彻底分离，归属
不同的工作性质和管理范畴。但无论采
用哪种路径方式，在城市层面都必须坚
持以空间规划“一张蓝图”统筹项目实
施，建立统一空间信息平台和业务协同
平台，统筹协调各部门的项目规划建设
条件，进行动态管理监测。

4.2城市设计工作的定位和走向

2015 年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后，全国
掀起一轮城市设计热潮，学术界也发出
为其立法的呼声。但城市设计追求创意
和灵活的工作方式，与立法要求的规范
和严谨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矛盾。城乡规
划职能划归自然资源部后，进一步强化
管控和秩序的治理思路也将影响城市设
计立法的进程。自然资源的空间管控遵
循的是底线思维，而要塑造高品质的城
市空间则需要高水平城市设计的价值创
造。笔者建议将城市设计定位为一项研
究工作，贯穿各层次空间规划之中，既
服务于宏观规划层次“山、水、林、田、
湖、海、草”大空间格局的构筑，又服
务于微观层次的公共空间设计，并指导
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和建筑方案设计及
其管理实施。

4.3与生态环境规划的衔接关系

目前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职能的归
属尚未最终确定，笔者因此对未来能否
实现空间统一管理心存疑虑。生态保护
红线属于典型的空间管制规划，涉及一
系列国土空间管理和建设项目准入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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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与日常的开发建设管理许可紧密相
关。如果不归属一个部门管理，今后又
可能出现不同部门对于同一用地空间的
项目准入资格认定的差异，增加诸多协
调成本。可以预计，为方便各自管理需
要，相关部门又可能建立各自的空间信
息平台，设定不同的标准，以及不同的
项目审查手续，极有可能重现以往“两
规”的矛盾冲突。笔者认为，“三区三线”
的统一管理应作为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的
基础。

4.4与其他部门规划的关系

在国家、省和区域层面，涉及国土
空间开发利用的规划职能，如经济区规
划、城市群规划、区域交通基础设施规
划、水利设施规划和流域规划仍分散于
多个部门中，多规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
在。因此，必须厘清这些规划的基本属
性问题：①规划是否法定？有无国家审
批的规范编制内容、实施期限和程序？
②规划是否落地？是否涉及空间管治的
内容？③是否涉及日常的项目审批管理
或准入门槛？

如果暂不涉及上述与空间管理相关
的权责关系，只要能够归口到统一的国
土空间信息平台上进行统筹协调，就比
较好处理。毕竟国家空间治理涉及方方
面面，并不能靠国土空间规划“包打天下”。

5结语

自然资源管理框架下的空间规划
体系重构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需要
相当长时间的反复磨合，并需要通过实
践的检验来逐步完善。当前，国家机构
改革在城乡规划行业和学科领域引起的
反响程度远远超过土地管理和生态环境
领域，这不仅与长期以来城乡规划学术
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技术队伍的持续
壮大、行业领域的快速拓展有关，还与
国家对城乡规划工作边界限制严重不匹
配、不平衡有关，引发了部分规划从业
人员对未来职业出路和市场前景的焦

虑。笔者认为，作为政府行政权力工具
的城市规划，与规划技术机构承担的业
务范畴、城乡规划学科的研究范畴存在
根本区别，三者不能混为一谈。目前讨
论的国家空间规划体系重构，实际是探
讨政府职能和权力架构调整后的政府规
划工作边界问题，对行业和学科发展有
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具有颠覆性。
城乡规划学科有其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发
展规律，不应该因行政机构的调整而随
意改变，但可以优化学科的研究方向，
为空间规划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城乡规
划设计行业必须顺应国家改革和市场需
求，不断拓展业务范围，延伸服务链条，
寻找新的发展机会。无论是城乡规划还
是土地利用规划从业者，都需打破各自
扩张或管控的单一思维惯性和路径依
赖，互学彼所长，弥补己不足，才能适
应新的挑战。

[注　释 ]

① 1984 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规划条例》

第 4章第 30条规定：“城市规划区内的土

地由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批准的城

市规划，实施统一的规划管理。在城市规

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

服从城市规划和规划管理。”1990 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第 4章

第 29条规定：“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利用

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服从规划

管理。” 

②详见 1986 年版和 1988 年版《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第3章第 16条。

③199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 3章第 22条规定：“城市总体规划、村

庄和集镇规划中建设用地规模不得超过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

建设用地规模。” 

④199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 3章第 22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

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内，城市和村庄、集镇

建设用地应当符合城市规划、村庄和集镇

规划。”

⑤200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 1章第 3条规定：“城市、镇规划区内

的建设活动应当符合规划要求。” 

⑥200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 1章第 5条规定：“城市总体规划、镇

总体规划以及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编制，

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与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⑦参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上的讲话。

⑧不久前在南方某高校举办的空间规划体系

论坛上，就有一些学者提出这些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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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划：为何？何为？何去？
□　袁奇峰，谭诗敏，李　刚，贾　姗

[摘　要]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许多关于空间的规划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文章
在回顾空间规划制定的演变过程后，认为现行空间规划体系在行政体制“条条分割”与“条块分离”的状态下运行，对地
方政府的规划事务造成了诸多尴尬，地方为谋发展，通过推动 “多规合一”来解决问题，但是简单地将这种技术协调工作
推向全国或省域却困难重重，要实现转型的“质变”需要顶层设计。据此，文章提出在当前国家治理理念已经从“发展是
硬道理”转变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背景下，空间规划必须兼顾资源的保护、开发与配置，成为多方博弈的平台，
而新的空间规划体系必须遵循区域、城乡和学科的发展规律，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在发展和保护之间保持刚性与弹性的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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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Functions, And Orientation Of Spatial Planning/Yuan Qifeng, Tan Shimin, Li Gang, Jia Shan
[Abstract] Spatial plans essentially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With an review of spatial plan evolution, the paper finds that present spatial plans are fragmented in multipl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and local government deals with the problem by multi-plan integration. The approach is nonetheless 
infeasible at provincial or national level. 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put forward as national policy, spatial plan must consider 
the preservation, development, and configuration of resources as a platform for different stakeholders, follow national strategy 
and regional, urban-rural, and rational development rules, and achieve rigid and flexible balance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preservation.
[Key words]  Spatial plan, Natural resource, Development rule, Gaming platform 

1规划：为何？

规划是人类为趋利避害而主动调整行为的一种本
能，因此天然具有两个基本面向：一方面“达己达人”，
积极寻求投入产出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尽量避免损益，控制负外部性。西方的规
划正是源自对市场失效下的“非理性”应对，为市场
的开发活动提供引导和秩序 [1]。

政府的责任是在平衡经济、社会与环境三大效益
的前提下使全社会福利最大化，规划的目的则是寻求

发展经济、提供公共产品、保护自然资源之间的帕累
托最优。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编制规划的
目标也各不相同。迄今为止，各级政府编制规划的主
要目的仍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

1.1从计划到规划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将近代自日本舶来的“都
市计划”一词改为“城市规划”，就是为了避免与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混淆。其实，计划和规划在英
文里都用“Planning”一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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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刚，通讯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贾　姗，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者简介]



12

1949 年以后，我国学习苏联的社会
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采取了“大政府、
小社会”的政府管理模式，对全社会全
领域实施计划管理。依照宪法规定，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审查和批准《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主要是对
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
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安排，为一定
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制定目标和方向。

1978 年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权
力下放，我国政治经济背景发生了重要
变化，空间规划元素在五年计划体系中
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完善。从 1953 年
“一五”中的工业项目区域布局，到改
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下的特殊政策区域和
空间分类引导，再到2006 年的“十一五”，

“发展计划”直接被改名为“发展规划”，
国家通过编制“发展规划”开始在国土
空间谋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通过国
土空间分类引导和约束地方发展 [2]。这
标志着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作为发展
主体的责任已经完成，其任务已经转变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规范和引导
地方政府的发展。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央政府“行
政分权 +GDP 锦标赛”的做法，“激励”
着市、县政府开辟和探索了各种发展路
径，有效推动了国家经济的整体繁荣。
市、县政府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
的具体执行单元，在“发展是硬道理”
的经济建设导向下，特别是财政分权的
大背景下，其更加关注“自然资源开发”。
而在土地财政的背景下，土地资源的使
用更成为各级政府博弈的焦点 [3]。

但是，大规模的资源开发不仅耗费
了大量矿产、森林及耕地，还对环境保
护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国务院关于编
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 国发
[2007]21 号 ) 明确了主体功能区规划是
科学开发国土空间的行动纲领和远景蓝
图，目的是平衡全国和省域国土的开发
与保护分区，确立了优化开发、重点开
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区域。当

然，生态保护和经济建设之间也必须保
持一定的平衡，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要
投入资源，于是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平衡
问题就只能靠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来解
决，即最有效地开发资源、最大规模地
保护自然。因此，资源的开发利用进入
到经济地理的范畴，开发和保护的区位
就成为核心议题，如何有效地在不同区
位进行“资源配置”？这就引发了对空
间规划的需求 [3]。

1.2关于空间的规划

自 1990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规划法》确立了城市规划的法定
地位，到 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的颁布实施，规划的范畴从
城市和建制镇扩展至乡村建设，耕地保
护、环境保护和乡村发展等内容在总体
规划中的分量不断加大 [4]。这显示了，
城市规划从计划经济时期“对国民经济
计划的被动空间落实”逐渐演变为“城
市建设管理依据”、“发展工具”和“公
共政策工具”。

城市规划本质上是地方事务，是在
服务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随着
城市日益市场化运作，城市空间和土地
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重要资产，以城镇
体系规划、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与城市总
体规划为代表的宏观规划以及以城市设
计及详细规划为代表的微观规划能够有
效调控经济、社会、环境，有效优化城
市外部和内部结构，使城市实现协调发展。

198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正式实施。国土管理部门通过
“谁来养活中国人”这个命题，发现、
辨析和保卫了“18 亿亩耕地”的底线，
通过“全国国土规划”设立了一整套土
地用途管理指标制度，并刚性分解到省、
市、县 [3]，在严控土地管理和提高土地
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是，由于增长拉动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目标导向型城市总体规划的空
间和土地开发远远超出土地利用规划的

预期，使土地利用规划最终成为保护耕
地资源、按区实施土地供给制的“计划
经济堡垒”[4]。进入 21 世纪后，国家不
断严控土地管理、加强土地调控、严控
耕地保护、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细化了
各类用地空间布局，走向了基于土地资
源利用的区域综合规划之路。

2002 年后，随着快速城镇化过程中
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短缺的问题日
益凸显，各类专项规划的编制陆续兴起，
对空间土地资源提出了保障要求……

从全民所有的计划经济时代到基本
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在行政和
财政分权改革的背景下，国务院和省级
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成为协调全国和省
域空间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单位，市、县
政府则成为推动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基本行政和财政单元。由此可见，经过
近 40 年的大发展，围绕资源开发与保
护的“中央—地方”博弈，逐渐形成了
一套惯性，并据此完成了若干从部门职
责出发的国家立法，使得国务院各部委
和省级政府各部门通过规划以及据此展
开的依法行政以及审批、检查、处分市
县地方政府的工作，努力在发展与保护
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试图使国家在自
然资源保护的“节节败退”中还能有所
坚守 [3]。

1.3为增长而规划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受新自
由主义兴起的影响，西方国家的规划逐
渐走向“去管制化”的道路。我国的现
代城市规划在形成之初便很大程度地学
习、融合了西方现代规划理论，在不一
样的语境下“地方化”出越来越多的转
型期特征。在中国的语境下，随着政治
经济体制的转型，规划体系有其历史的
延续性 [5]，其中一以贯之的便是政府干
预行为，核心目的是为促进城市的快速
发展 [6-8]。正如吴缚龙 [5] 所言，从政治
经济学的视角看，中国规划体系的本质
为“增长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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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制度
的确立，拉开了城市快速建设的序幕；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释放了地方政府的
发展积极性 [9]；1998 年的住房制度改革
则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建设的市场化 [10]。
地方政府在分权改革和 GDP 考核制度
背景下，构筑了基于“地方主义”的发
展政体，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财
政和产业财政。城市政府转变成为“经
营空间的企业”—通过为行政边界里
的经纪人 ( 居民、企业 ) 提供公共服务
( 基础设施、法律保障、公共安全等 )，
获取经济收益 [9]。在这一阶段，城市用
地规划是城市经济发展规划的空间化，
重物质、偏技术，未起到配置空间资源
的作用，而国家意志才是资源空间配置
的决定因素。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
化，我国实行工业赶超战略，强调工业
资源的空间均衡配置。由于生产要素缺
乏自由流动，不符合效率准则 [11]，计划
指标与实际的土地供求脱节，造成普遍
性的违法建设和土地闲置，遏制了经济
的快速发展 [12]。

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
期，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主导着资源的
空间配置。全球经济的地域分工以及我
国城市发展制度环境的重塑，使得土地
价值得到释放，培育了我国规划的“增
长主义”[8]。在持续变革之中，规划为
城市政府搭建了吸引投资的平台 [4]，以
城镇体系规划、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和城
市总体规划为代表的“城市发展规划”
有效指导了城市参与发展竞争 [13]；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也从最初保护耕地的工具
逐渐演变为扩大建设用地规模的工具。
在“GDP 的增长是第一要义”的转型
时期，规划向着持续提供就业并维持社
会稳定的方向发展，这种追寻“增长”
的规划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出现有其合理
性 [5]。在这一阶段，规划是城市政府配
置空间资源的公共政策 [14]、实现城市空
间再生产的重要制度工具 [8]，通过调控
生产要素集聚，影响产业区位，从而深

刻影响经济发展。
总体而言，我国的城市规划是“以

空间换发展”，培育强大的产业基础；
“以土地换财政”，配合地方政府经营城
市土地，构筑了庞大的土地财政框架 [10]，
成为地方政府挖掘土地价值、增强财政
能力的手段。

(1) 城市政府“以土地换财政”。
我国独特的“权利二元、政府垄断、非
市场配置和管经合一”的土地制度 [15]，
成为政府发展土地经济的“堡垒”和特
殊激励机制。政府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
通过出让土地获得财政收入，这些收益
为政府招商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 [16]。作
为我国工业化初期的发展经验，受到广
泛推崇。

(2) 城市政府“以空间换发展”。
我国城市快速发展，城镇工业经济快速
崛起并推动城镇化进程，其核心载体即
空间。在工业化进程中，外向经济带动
产业和资本的转移，刺激空间生产 [17]，
产生大量用地需求。大量的以新区规划、
开发区规划为代表的增量规划应运而
生。工业发展对人口、产业等要素产生
强大的集聚效应 [18]，通过“溢出”效应，
激发了经营性用地需求并产生相关营业
税，刺激城市开发。而土地低价出让，
导致了规划工业用地的粗放开发和经营
性用地的快速外延扩张 [14]。通过市场竞
争和经济手段，城市政府利用规划获取
土地溢价，即“规划收益”[19]，并在活
跃的土地市场帮助下求发展 [14]。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提高的税收可
以投入公共事业，进一步加快城市发展
的步伐 [10]。为了在开放的投资市场中争
取更多“以足投票”的国内外投资项目，
城市规划作为经营城市的工具，通过统
筹改善城市环境、塑造城市形象、改善
社会和生态基础设施、改进服务，帮助
城市政府在城市发展竞争中获取胜利[13]。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为摆脱一穷二
白的困境，我国通过行政和财政分权积
极革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通过对外

开放政策加入了世界产业分工，获得了
经济的超速发展，但是也因此承担了发
展的负外部性。

2关于空间的规划：何为？

2.1“中央—地方”关系中的规划

从全民所有的计划经济时代到基本
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
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由于当
前城市政府仍无需为空间上和时间上的
负外部性支付成本，中央政府 ( 省政府 )
和城市政府的博弈必然存在 [20]，而城市
空间资源是企业化的地方政府通过行政
权力可以直接干预、有效组织的重要竞
争资源 [21]，空间资源使用的规划自然就
成为各级政府博弈的焦点。

由此可见，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
过程中产生的规划，有的代表国家利益，
而有的则代表地方利益，在过去 40 年
经济建设优先与土地财政的背景下，地
方政府的“天平”往往倾向发展。但是
发展的负外部性成本高昂，迫使中央政
府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2003 年，在科学发展观被提出后，
党的“十七大”首次明确提出以生态文
明建设为目标进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
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反映了中央政府在
地方发展的诉求下努力坚守资源、保护
底线的决心。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国家层面完成了一系列的规划 ( 图 1)，
加强了对资源的管控，体现了国家和省
政府试图约束发展导向下地方任性发展
的行为。

2.2部委管控与规划冲突

在实际开发建设过程中，国务院各
部委和省级政府各部门是各类规划的主
管机构，他们需要在实际工作中通过规
划以及据此展开的依法行政来保障开发
建设活动的有序推进。部门管控在事权
分立的背景下实现了国家意志的纵向传
递，也为编制和实施地方空间类规划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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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基本框架。国家经由各部门，努力
在发展与保护之间获取一定的平衡，尽
力保护自然资源。

经过 40 年的发展，各部门从各自
的职责出发逐渐形成了一套习惯做法，
这套习惯做法经过不断的实践检验，最
终以国家立法的方式确立下来。然而，
我国的立法过程借鉴了西方政府事权分
立的制度框架，不同国情下引发的分头

规划、分散规划问题却与西方综合规划
的结构存在着内在的矛盾 [22]。

从部门职责出发的、为捍卫本位主
义、加强部门权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等法规强化了各种规划的法定地
位，使各部门在经济、城市建设、土地
和环境等政府事权分立的情况下进行规
划管理。但实际上，关于空间的规划必

然是综合性与全局性的，这使得各部门
的空间性规划常常需要协调超越部门职
责的内容。由于各部门展开规划研究的
基础数据不同、实施与管理的技术手段
不同，对空间问题的判断也存在差异，
这是造成“一个空间多个规划”且彼此
冲突问题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差异在事权分立的背景下导致了各
部门对规划空间权力的争夺，使部门事
权一再扩张，空间性规划的冲突实际上
是部门根据各自行政权力和利益取向围
绕土地发展权博弈的结果[23-24]：“①横向：
各类规划数量众多、衔接不够；②纵向：
部门规划自成体系、不断扩张，缺乏能全
面有效统筹国土空间的顶层设计；③发展
规划与空间规划割裂，部门规划话语体
系各异，多规难对接；④各部门规划在
基础数据的采集与统计、用地分类标准
及空间管制分区标准等技术方面存在差
异”[22]。各类空间性规划的立法过程直
观地反映了这些部门职责的扩张过程及
其间的冲突 ( 图 2)。

国土部门主管的土地利用规划经过
几轮规划实践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的修订，从最初侧重耕地保
护向注重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协调统
一转变，对建设用地的控制不断加强。
建设部门主管的城乡规划在最初制定城
镇体系规划，确定结构布局、制定总体
规划、确定中心城区增速与规模的基础
上，持续增加空间管制内容，而《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制定更明确
了这种全域管控的态势。由于政出多门，
多规重叠与冲突明显，地方政府在发展
中要花大量精力去协调各种规划。

2.3“多规合一”：地方为发展的自我

救济

部门之间的博弈、中央与地方之间
的博弈，产生于行政体制的“条条分割”
与“条块分离”[25]，由此引发的空间规
划重叠与冲突给地方政府带来了诸多麻
烦，但实际上却并不会阻止地方政府在

图 2 与空间相关的规划立法过程中各部门职责的扩张

图 1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家层面的空间性规划时间轴 [22]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纲要 (1987—2000 年 )

　全国生态环境
建设规划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纲要

　全国生态功能区划

　全国水资源保护规划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纲要（1997—2010 年）

　全国土地开发整理规划
（2000—2010 年）

　 　全国湿地保护
工程规划（2004—
2030 年）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纲要(2006—2020年）

　全国土地整
治规划 (2011—
2015 年）

　全国高标准农
田建设总体规划

　全国生态保
护与建设规划
（2013—2020
年）

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年）

全国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年）

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 年）

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年）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

　　全国海洋主体功
能区规划

　全国水土保护规划
（2015—2030 年）

　全国草原保护建
设利用总体规划

　　 全国矿产资源规
划 (2008—2015 年）

　全国海洋功
能区划 (2011—
2020 年）

　全国防沙防治
规划（2011—
2020 年）

　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
划纲要(2010—2020年）

　全国海岛保护规划
　全国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治理规划（2009—
2015 年）

　全国城镇体系规
划（2006—2020年）

1993 年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2003 年2004 年2007 年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6 年2018 年

2015 年

图 例

国务院批复

非国务院批复

正在编制中

发改委

国土资源部

住建部

环境保护部

农业部

林业部

其他部门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1986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颁布

协调各类用地、
保护耕地、合
理开发利用后
备土地资源

城镇体系规划
确定结构布局

总体规划范围为
中心城区 , 主要
确定增速与规模实施土地用途管

制，控制建设用
地指标 城镇体系规划增

加空间管制区划

1953 年起
编制五年计划

2006 年起
将五年计划改为

五年规划

2006 年
明确提出主体功
能区的概念

统筹区域土地利用、协
调生态建设；推进“三
线”划定，确定城市开
发边界

总体规划范围扩展至区
域、全市域；增加强制
性内容，实施各类资源
空间管制

198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规划法》颁布

1987 年起
第一轮规划 1991 年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1997 年起
第二轮规划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确立其在土地管
理中的龙头地位 2006 年

新版《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2005 年起
第三轮规划
提出保护与保障的双重使命

2007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

城乡规划
建设部门发改部门国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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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法规体系下引导空间开发。相反，
地方政府的行政目标总是一致的，发展
地方经济是地方官员任期内的第一要
务，地方官员总有足够的热情去寻找一
切方法来协调冲突、推动地方发展 [26]，
导致“任期机会主义”的出现。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为加强中央政
府权威，国土和住建部门分别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开始向地方派出
督察员，以约束地方政府的“任期机会
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为完
成任期经济发展指标，不得不自下而上
地推动机构和规划改革以自我救济 [3]。

首先，一些大城市政府率先将国土
与城市规划部门合并，如武汉、天津和深
圳等就以地方主导的“一个规划”应对国
家各部委的“多项审批”；而云浮、厦门
等则干脆将发改部门的主体功能区规划、
国土部门的土地利用规划、住建部门的
城乡规划与其他各部门的多种规划编制
全部合并，进而设立独立的“规划委员会”
机构。其次，市、县地方政府开始自下
而上地推动规划变革，以推动“多规合
一”，试图解决土地管理过于刚性的问
题，为完成任期发展任务而在既定土地
规模和指标前提下调整拟发展用地坐标，
保障既有用地指标能够支持地方政府的
发展战略 [3]。“多规合一”在提高审批效
率、引导地方空间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
作用，具有鲜明的中国本土性和根植性，
单就其规划协调过程和综合特性而言，
已接近空间规划的本质 [27]。

但是，现有的“多规合一”实质上
是一种地方事务性的规划协调工作，当
中央政府将各地经验总结出来向全国推
广时，就产生了新的问题。海南省作为
省级空间规划改革试点，通过“三规合
一”规划将土地规划权上收到省级政府
的“规划委员会”。实践的结果却是这
个“地级市规模”的省，由于规划技术
路线以自上而下为主，其过细、过于技
术主义、刚性的“省域”规划，使得负

责推动发展的市、县政府苦不堪言，一
筹莫展 [3]。造成这种尴尬实际上可能是
将地方政府的技术协调工作直接交由更
高级政府完成的必然结果。

部门合并或编制一个“整合规划”
只是表层的技术工作结果，这或许能帮
助地方政府在短期内缓解规划之间的矛
盾，但对于国家和省级政府而言，更重
要的是如何找到一种可以实现相关部门
利益协调的手段，而这事实上有赖于治
理创新 [28]。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发展的特殊
时期，面临着体制与结构的双重转型 [29]，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结构的不平衡性、社
会矛盾的尖锐性和社会内容的创新性是
转型社会的一般特征 [30]。从这个角度看，
现有空间规划体系是我国在渐进式改革
中探索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产
物，其间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改革创新体
现了转型社会的特征。

我国空间性规划的法制化从无法到
有法，从有法到冲突，是必然过程。然而，
近 40 年的探索和量变积累已经大大改
变了我国的城市景观，原有的发展模式
恐难以为继，而要超越渐进主义，则需
要从国家治理层面出发，将我国城市打
造为新的制度空间、新的工作与生活方
式空间 [31]。为实现这种“质变”，需要
国家空间治理顶层设计作出积极应对。

3空间规划：何去？

3.1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随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日
渐紧张，生态保护和环境问题开始成为
重要议题，我国在价值观层面开始从“发
展是硬道理”转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逐渐重视“自然资源的保护”。
2015 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提出要“构建以空间治理和空间结构优
化为主要内容，全国统一、相互衔接、
分级管理的空间规划体系，着力解决空

间规划重叠冲突、部门职责交叉重复、
地方规划朝令夕改等问题”。将空间规
划体系构建纳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案
中，显示了国家层面基于生态保护进行
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决心。

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是国家层
面高度重视空间规划的重要原因。“我
国多数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较低，
水土能矿等重要资源的空间分布同人口
空间分布契合程度较差，而不合理的空
间开发活动更加剧了要素资源配置扭
曲，导致更加严峻的后果，随着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逼近上限，相关问题愈加突
出”[32]。不仅如此，“随着资源环境约
束不断突出，我国人地矛盾日益紧张，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
战略高度，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切
实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划定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促进国土用途的科学管理成为
必然要求”[33]。

而现阶段空间规划与生态文明建设
目标极不适应，空间规划各类矛盾的爆
发更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紧迫性。“在国
家、省级层面，由于空间尺度大，各类
规划的矛盾尚不明显，到了市级层面，
面对同一个具体的空间进行规划实施，
各类矛盾集中爆发。地方层面的空间规
划冲突导致土地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
坏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
表面上看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协调好各
类规划，根源则是因为顶层设计—空
间规划体系的构建不合理”[34]。

生态文明建设当然是空间规划的
重要目标，但不是唯一目标。“未来城
镇发展应实现‘量的增长’和‘质的提
升’并举，应该在明确生态环境底线的
前提下，兼顾发展与保护，兼顾近期与
长远的城镇化”[20]。国家自然资源部的
设立体现了我国兼顾保护与发展的行政
思考。新设立的国家自然资源部除了具
有原国土资源部的职责，还把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的组织编制主体功能区规
划职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城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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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职责等整合起来，“主要职责是对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管，建
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3.2构筑博弈平台，兼顾资源的保护、

开发与配置

现行财政制度以及围绕资源保护与
开发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会
持续影响空间规划的编制和中国特色的
空间规划体系建立的全过程，最终会更
加聚焦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并以此作
为资源分配和区位配置的依据。因此，
构建各方博弈的平台是空间规划兼顾资
源的保护、开发与配置的必然选择。但
是，在哪个层面构建博弈平台，学界尚
存在不同看法。

(1) 以总体规划为基础建立完善的
空间规划体系，实现顶层保护与地方发
展的博弈。尹强认为，“城市总体规划
强调在一个信息平台的基础上，协同资
源保护 ( 执行来自顶层的保护需求 ) 和
城乡建设 ( 反映地方发展的需求 ) 两类
行政部门，通过各自的规划诉求，进行
空间资源安排的多次博弈。从技术理性
上看，在确定清晰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多次博弈的规划过
程，实现空间上保护与发展间的均衡。
按照科斯定理设定的条件实现资源配置
的帕累托最优，避免自上而下计划式安
排导致的盲目性。从行政理性上看，通
过多次博弈的制度设计，可以实现资源
保护与城乡建设两个部门间的制衡”[20]。

(2) 以省级空间规划统筹顶层目标
和县市需求。许景权等人提出，“形成
国家、省、市县三级上下关联的垂直型
空间规划体系，省级空间规划要依据国
家空间规划来编制，它是落实国家空间
战略与目标任务、统筹省级宏观管理和
市县微观管控需求的规划平台，具有承
上启下的作用”[22]。

新的空间规划体系应该包括：①自
上而下的国家、大区、省空间规划，职
责在于“分指标”；②依托上级空间规

划编制的市县域城乡规划，职责在于“定
指标”；③地方政府自主审批的城市规
划，职责则在于“定坐标”。显然，要
建立一个有效的空间规划体系，必须要
做好顶层设计。首先不能简单沿用原国
土资源部一味强调“资源保护”，而忽
视资源开发与配置的做法；其次也不能
放任地方政府一味强调“资源开发”；
最后还要强化“资源配置”的内容，强
调资源使用效率 [3]。

3.3构筑统一而又有弹性的空间规划

体系

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可得到
两个重要经验：一是发动地方、鼓励人民
群众创造财富，经济就会发展；二是放
任地方开发、过于强调消费拉动经济发展，
自然资源就难以支撑。发展经济不可能不
开发资源，但是如何让“好钢用在刀刃上”，
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应该要在提升资源开
发效率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目前，中央财政主要依靠地方上缴
的工商税收和央企利润。2016 年，在
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和 5 个计划单列
市 ( 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和宁波 ) 中，
能够给中央财政带来财政盈余的只有广
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及福建 6
个省级行政区和深圳 1 个计划单列市。
根据“二八原则”，显然这些对中央财
政贡献大、经济效率高的地区应该获得
更多的资源投入。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开始反思
改革开放以前片面强调均衡发展、忽视
经济效率的得失，开始把效益原则和效
率目标放在区域经济布局与实施区域发
展政策上。我国幅员辽阔，总体上形成
了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这些地区
客观上存在着经济技术梯度，对此国家
开始实施沿海地区优先开放战略，让有
条件的高梯度地区引进和掌握先进技
术，率先发展，然后逐步向处于二级、
三级梯度的地区推移，以期随着经济的
发展、推移速度的加快，逐步达到缩小

区域差距、实现国家经济布局和发展相
对均衡的目的，也正因为如此，国家又
制订了“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
战略。然而，现实中高梯度地区存在落
后地区，低梯度地区也有相对发达地区，
人为限定按梯度推进，有可能把不同梯
度地区发展的区位凝固化。此外，梯度
转移往往是高梯度地区的成熟技术甚至
衰退技术或产品向低梯度地区的扩展，
这种经济技术或产品的梯度转移，可能
会引起低梯度陷阱和落后的增长。那么，
是否西部地区应该通过承担更多资源保
护的责任，以换取更多的财政转移呢[3]？ 

如果继续依赖地方政府来推动经济
发展，资源的投入势必要听取地方发展
的诉求。一方面，市、县地方政府为改
善财政状况、增加税收，自下而上地推
动资源开发利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
省政府负责资源保护的各个部委试图推
动可持续发展战略，以自上而下地控制
资源过度开发。

新的空间规划体系应该在国家、大
区和省级层面体现出战略性与引导性，
即在制定不同的政绩考核标准和财政政
策的前提下，明确经济开发区域与生态
保护区域等重大战略分区。从国土空间
尺度看，国家层面的自然资源保护、开
发与配置必然依据国家战略来确定，其
中跨省域的开发大区 ( 长江三角洲、京
津冀、粤港澳 ) 或保护大区 ( 三江源、
三北防护林 ) 是国家空间战略制定的优
先方向。省级层面自然应该有上承国家
战略，下启市、县战略的省域战略，其
中跨市、县行政区的开发大区或保护大
区显然也应该是省域空间战略制定的优
先方向。市、县域层面应该有全域性的
部署与安排，以对接上层次自然资源保
护、开发与配置规划，市、县级总体规
划要在充分发动公众参与的前提下编制。

从管理的刚性和弹性来说，空间规
划的规划编制过程应该是一个自上而下
与自下而上双向统筹的过程—国家和
省级空间规划不应该是市、县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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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拼合，市、县空间规划也不应该是上
级空间规划的简单落位，即应制定国家
和省级空间规划的“一个战略”与市、
县级空间规划的“一张图”。否则，就
会陷入海南省空间规划体系目前“一管
就死”的困境 [3]。因此，在国家和省级
层面不应该有超出耕地、生态保护线之
外的刚性控制内容。“一方面通过控制
线和指标保障强化上下位规划之间刚性
内容的有效传递；另一方面协调地方利
益和上位规划目标之间的不匹配，强调
自下而上反映中微观规划管理中的问
题。明确各级行政主体和实施主体的职
责、权责、罚则。由此构建‘国家层面
统筹监督、省级层面指导调控、市县层
面实施反馈’的空间规划体系，既保障
上级规划内容的刚性传导又保留下级空
间发展的活力与弹性”[35]。

4空间规划立法：平衡发展与保护

经过 40 年来的分权改革，市、县
政府面向发展的规划体系已经比较完
善，但是长期缺乏的是国家层次、大区
层次，以及省域和省内重要经济区的规
划。以前各部委分散零星的部门规划没
有形成一个彼此支持、互相补充的完整
系统。由于没有大尺度的、统一的国家
和省域规划，以致于国家和省政府在
审批地方的发展型规划时没有统一的标
准，在中央与地方博弈中处处被动。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应该是对现有
的、关于空间的国家和省域层面的规划
的系统化，把这些规划协调起来形成国
家、大区、省域和省内跨行政区系列的
规划，并用于指导和审批市、县地方政
府主导的城市规划 ( 图 3)。

国家、省级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偏
重于资源保护，根据资源开发效率和国
家、省级战略平衡资源配置。依据国土
空间规划进行中央与地方博弈，让中央
和省级政府可以最大化国家和省域利益。
如果中央还设立规划督查制度，其重点

除了维护生态保护底线，还应该帮助地
方政府建立有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维护社会公平和保护环境的体制机制。

地方层面的城市规划自然偏向资源
开发，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大化城市
价值方面。如果能够通过地方人大 ( 或
者委员由人大遴选 ) 设立城市规划委员
会制度，让社会参与到规划实施监督中
来，依法 ( 制定地方立法 ) 宣誓履职的
规划委员会就可以依据上级审批的总体
规划约束政府的行为，形成对城市自身
可持续发展负责的规划制度。中央的规
划督察应该重点监督规划委员会设立程
序和履职的合法性，维护其相对独立和
监督行政权力的地位。

判断国土空间规划及其体系的建立
是否科学，只有一个依据，即必须遵循
区域、城乡和学科的发展规律，服务于
国家发展战略，在发展和保护之间保持
刚性与弹性的平衡 [3]。可能最优的路径
就是统筹自上而下的国土空间规划、完
善自下而上的地方城市规划，形成两个
彼此补充互相嵌套的规划体系。

在依法行政的当下，在法律和技术
规范体系尚未调整的背景下，在行政机
构调整的过渡期，我国的改革不可能破
坏多年来探索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管理体
系。只能在维持原法规体系下，通过吸
纳主体功能区“三生空间”平衡理论、

城市规划“三大效益”平衡理论以及国
土规划用途管制的思想，通过高明的顶
层设计、整体流程设计，在原来的系
统下孕育出新的体系—国土空间规划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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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空间管控视角下城市设计法律效力

提升路径和挑战
□　卓　健，曹根榕

[摘　要]随着我国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转入存量提升阶段，城市设计的作用有所变化但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在此背景下，《城
市设计管理办法》确立了城市设计的法律地位，城市设计立法在我国拉开序幕。围绕正确认识城市设计立法的意义和目的以
及在此条件下提升城市设计的实际管控效力两个核心问题，文章结合当前的城市更新背景，从街道空间管控的角度展开论述，
在充分讨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街道设计导则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城市设计法律效力的挑战及路径建议。
[关键词] 城市设计；立法；街道管控；控制性详细规划；街道设计导则；制度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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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way And Challenges Of Improving Statutory Power Of Urban Design In The Street Governance View/
Zhuo Jian  Cao Genrong
[Abstract] As urban development transfer from expansion to quality improvement, the statutory status of urban design has been 
enforced by urban design management guidelines. With respect to the initiation of urban design legisl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urban 
design control, the paper discusses street space governance with urban regeneration, clarifies the relation between regulatory plan 
and street design guideline, and puts forwards suggestions of improving statutory status and efficacy of urban design.
[Key words]  Urban design, Legislation, Street governance, Regulatory plan, Street design guidelin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0引言

城市设计“是对城市体型和空间环境所作的整体
构思和安排，贯穿于城市规划的全过程”①。以空间
组织为核心特征，城市设计是一种通过控制公共空间
的形成，干预城市社会空间和物质空间发展进程的社
会实践过程 [1]。为了弥补原有城市规划工具二维空间
管控的不足，城市设计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在我国迅
速兴起，成为三维空间形态管控的重要规划工具。但
是，城市设计的法律地位一直没有明确，制约了其对
我国城市空间发展的管控效力。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的转
型，城市设计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为破解前一阶段城
市快速发展时期出现的“千城一面”“奇葩建筑”等“城
市病”，以科学合理的布局延续城市文脉，彰显城市
精神与气质，让城市更加生态宜居，2017 年 3 月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城市设计管理办法》，明确
了城市设计的法律地位，强调加强城市设计工作的重
要性。

街道空间作为城市中重要的公共空间，一直是城
市设计的重要对象，在当前存量提升的发展背景下，
街道空间已成为城市更新的主要切入点；同时，街道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2212017025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51278345)
卓　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城市规划系博士生导师、副系主任。
曹根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硕士研究生。



192018 年第 7期    第 34 卷

设计方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围绕空间
设计这一核心，数字化技术及计量分析
手段的加入，增强了城市设计成果的科
学性；而社会学、经济学及生态学等多
学科方法的融入，也为实现多元化的设
计目标提供了手段和保障。

1.3城市设计立法的进展及意义

进入存量提升阶段，城市设计的重
要性进一步凸显。而长期以来备受规划
界关注的城市设计法律地位的问题，也
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2015 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明确要求“加强城市设计，提升城市设
计水平”，同时提出将城市设计纳入制
度建设，“通过开展城市设计立法，明
确城市设计的地位和要求，树立和增强
城市设计管理的权威性”。2017 年 3
月 14 日发布的《城市设计管理办法》，
以部门规章的形式确立了城市设计的重
要性和法律地位，明确了各相关行政主
体的权利和责任，并对城市设计的编制
内容和程序、管理实施等作出了规定，
接着将北京、哈尔滨及深圳等 20 个城
市列为第一批城市设计试点城市②，对
其城市设计提出了明确要求。

城市设计法律地位的确立将有效加
强它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上的作用。在“全
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的中央会议精神
指导下，加强对城市设计立法的理论研
究和实践探索，将是落实依法行政原则、
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一项重要工作。

2提高城市设计法律效力的核心

问题

2.1城市设计控制内容对法律效力的

影响

《城市设计管理办法》只是明确
了城市设计的法律地位，其实际法律效
力还需要借助日常管理的实施效果才能
得到体现。城乡规划对城市开发的管控
分为通则式和判例式两种基本类型，两

也是城市设计管控的重要抓手，在构建
城市整体空间布局结构、营造城市特色
风貌和培育社会空间方面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如何正确认识城市设计立法的意
义和目的？如何在此背景下提升城市设
计的实际管控效力？围绕这两个核心问
题，本文拟结合当前的城市更新背景，
首先从新发展阶段城市设计作用变化的
角度讨论城市设计立法的重要意义，其
次阐述城市设计立法的目的及关键问
题，最后从街道空间管控的角度提出提
升城市设计法律效力的路径建议。

1存量更新背景下城市设计的作用

变化和立法意义

1.1增量扩张阶段城市设计的积极

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建设发展进
入快车道。市场推动的快速城镇化进程
表现为以城市新区建设为主导的城市空
间扩张。作为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重要
补充，城市设计对增量发展阶段的城市
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城市设计加强了对快速发
展时期城市空间秩序的整体管控。它弥
补了原本基于二维空间的规划管控的不
足，从三维空间对城市形态、空间环境
和景观风貌进行综合控制引导，保证了
城市空间的整体有序和风貌协调。

其次，城市设计促进了城市空间的
特色塑造。快速城镇化建设容易造成“千
城一面”，空间品质低下，城市建筑贪大、
媚洋和求怪等乱象 [2]。城市设计对保护
自然山水格局、塑造城市形象、彰显城
市特色、加强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等发
挥了积极作用。

最后，在市场主导的城市空间拓展
过程中，城市设计对城市开发起到了一
定的推动作用。城市设计通过直观易懂
的方式，展示了未来城市建设发展的前景，
增强了市场投资的信心，一度成为项目

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必备的规划文件。

1.2存量提升阶段城市设计的作用

变化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提升
阶段，内涵式发展、有机更新成为城市
空间发展的主题，规划关注点也逐渐从
空间数量上的增加转向空间品质上的提
升。城市设计在此发展背景下将发生四
个方面的重要变化。

(1) 空间尺度的精细化。大规模的
新区建设、大拆大建式的城市改造将越
来越少，配合城市更新和城市空间精细
化治理需求，城市设计的空间尺度也将
从讲求宏大叙事的区域尺度转向更加人
性化的街区尺度，更加关注城市空间的
“日常性”，关注“微更新”[3-4]。

(2) 功能修补的生态化。在内容上，
城市设计不仅需要考虑空间形态的特色
塑造，还需要关注空间的功能调整。针
对建成区的城市设计无法像新区规划那
样，对空间的功能组织进行理想化的配
置，而只能在尊重既有功能布局的基础
上，针对现状短板进行局部的功能修补，
有计划、有步骤地修复被破坏的山体、
河流及植被，恢复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
调节功能，提高城市发展的韧性和可持
续性。因此，“城市双修”将是未来一
段时间内城市设计的主要内容。

(3) 设计目标的多元化。在增量扩
张阶段，城市设计主要关注城市开发和
经济增长上的空间绩效；而在存量提升
阶段，城市设计的目标更加多元，但仍
需要关注市场需求，盘活城市存量空间，
发掘推动城市更新所需的动力。这一阶
段，城市更新中建设用地的权益关系更
为复杂，城市设计需起到协调多方利益、
满足多样性需求的作用 [5]；而在一些社
会问题集中的城市街区，城市设计将成
为实现街区振兴、改善社会治理的重要
工具 [6]。

(4) 设计方法的系统化。随着我国
城市设计工作和实践的不断推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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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区别在于主管部门在审理开发申请
时是否具有自由裁量权。前者要求相关
规划管理文件具有严密而系统的规定，
只要开发活动符合规定就能获得规划许
可，而管理部门没有自由裁量权。通常
认为通则式的管控更为客观和公平，是
提高规划文件法律效力的主要方式 [7]。

然而，目前的大部分城市设计成果
内容还停留于空间设计的意向性表达，
成果形式主要由以表现图为代表的图纸
和描述性的设计说明构成，或辅以模型
和三维动画视频，常常显得“弹性”有
余而“刚性”不足。城市设计成果的控
制引导内容直接影响着城市设计的法律
效力。城市设计成果围绕空间形态组织，
原则性、指导性的内容居多，缺少具体
明确的控制性内容，给后续的规划管理
留下隐患。由于我国城市设计成果的限
定性要求不够明确，通常只能采取判例
式开发控制，在项目审批时管理人员具
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随意在审理申请
时提出附加的开发条件。如此虽然具有
较高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但是在客观性
和准确性上却存在不足。可以说，城市
设计的法律效力和管理实效在一定程度
上取决于规划管理者的专业素质。

从理论上讲，城市设计可以通过“以
图立法”实现通则式开发控制，即在完成
一定的立法程序后赋予城市设计图纸以
法律效力，规定只有完全符合城市设计方
案的项目才能获得规划许可。这就对城市
设计方案本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该方法仅仅适合于特殊地区
小规模的城市设计控制，而且繁琐的法定
程序也不利于其修订和推广，所以这一方
法仅有少数具有一定立法权的城市采用。

2.2城市设计与法定规划的关系

自 1984 年《城市规划条例》颁布至
今，我国已基本建立从城镇体系规划到
村庄规划、覆盖城乡建设空间的法定规
划体系。城市设计立法后，必须理顺与
现有法定规划文件的相互关系。从我国

相关实践和研究成果看，城市设计与法
定规划的关系存在以下三种可能的情形。

(1) 双轨制。城市设计在立法之后
保持相对独立，发展建立起一套与城乡
规划平行的管理体系。例如，深圳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进行过相关探索 [8]。
一方面单独编制整体城市设计和城市重
点地段城市设计，另一方面在五个层次
的城市规划编制中都包含相对独立的城
市设计内容，由两方面构成的城市设计
体系依托一个高效的城市三维电子数据
平台整合对接 ( 图 1)。但这一方式在实
际应用中的编制成本和管理成本都非常
高，深圳的探索并没能持续下去。

(2)体系重构。城市设计在立法之后，
对既有的城乡规划体系进行重组，建立
起一个新的融合城市设计和城乡规划的
全新体系。早在 2003 年就有学者提出
将城市设计的技术性成果“城市设计准
则”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规划设计要点
进行整合，构建新的“开发控制指标”[9]。
随后，又有学者提出基于“一书两证”
制度，整合城乡规划和城市设计的规划
管理流程 ( 图 2)[10]。

(3) 基本延续城市设计立法前的做
法，将独立编制的城市设计的核心内容
要求整合到既有的法定规划体系，既有
的法定规划文件也因此得到扩充(图3)。
对此关键问题，《城市设计管理办法》
作出了明确的说明：城市设计分为总体
城市设计和重点地区城市设计两个层
次。其中，总体城市设计的主要任务在
于“确定城市风貌特色，保护自然山水
格局，优化城市形态格局，明确公共空
间体系”，可与总体规划一并报批③。
而重点地区城市设计的内容和要求则明
确按照第三种情形处理，即纳入控制性
详细规划并落实到相关指标，且相关的
控制性详细规划也需要修改完善以体现
城市设计的内容和要求④。

2.3小结：正确认识城市设计立法

我国城市设计立法才刚刚起步，城

市设计体系的建构和完善还需要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城市设计管理办法》作
出的上述制度安排是稳妥的，但有三个
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1) 对城市设计立法应有正确的认
识。城市设计立法本身并不是目的，其
并非简单地将城市设计的内容形式进行
法规化和条文化。城市设计立法只是一
种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城市设计
内容要求的管控效力。因此，必须认识
到城市设计与既有法定规划在方法和作
用上是不同的，两者的法定化路径也应
有所差异。

(2) 城市设计立法有一个渐进和完
善的过程。虽然《城市设计管理办法》
基本延续了原来的做法，按上述情形三
进行制度安排，但是并不代表上述情形
一和情形二不可取。随着城市数字化管
理平台的普及和管理效率的提升，城市
设计体系日趋成熟和完善，不排除一些
城市可以建立城市设计和城乡规划双轨
并行的管理机制的可能性，而以城市设
计和法定规划相融合为基础的全新规划
管理体系在城市设计立法之后也更具有
研究与探讨价值。

(3) 在城市设计立法前，城市设计
纳入法定规划是被动地“借壳”，需要
借助后者的法定地位提升城市设计管控
的效力。当前，在城市设计的法律地位
得到确立后，城市设计与法定规划的整
合就具有充分的平等互动性质。例如，
对于重点地区城市设计来说，必要的情
况下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城市管理程序应
相应地作出调整。

3街道空间对加强城市设计管控的

重要性

3.1街道是城市更新的主要对象

街道是最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和最
能展现城市形象的空间载体，一直以来
都是城市设计的重要对象。而在存量更
新的背景下，街道也成为政府规划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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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

次区域规划

分区规划

法规图则 

的首选对象。首先，街道是城市最基本
的公共产品，基于公共空间这一属性，
对其实施规划干预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其次，街道与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具有多样化的空间功能，通过街
道的优化提质，可以有效实现城市更新
的多重目标 [12-13]。最后，街道是改善城
市形象的重要媒介。街道网决定了城市
的空间结构和肌理，也成为认知城市的
重要途径。街道、沿街建筑及空间要素
映射着城市文化，是城市风貌的缩影。

近年来，国内外城市的规划实践也
证明了街道空间对城市更新的重要性。
例如，国际著名城市如纽约、洛杉矶和
伦敦等都以形式多样的街道复兴运动来
推动城市更新。而在我国，上海于 2018
年 2 月发布了加强城市管理精细化“三
年行动计划”(2018—2020)，在中心城
区重点推进“美丽街区”建设，其中一
项重要内容就是街道“人性化”的有机
更新。在上海市委市政府政策方针的指

导下，各区作为“美丽街区”的建设主体，
纷纷制定了针对区内主要城市道路的建
设专项工作方案，街道已成为上海城市
更新的先发地区。深圳、南京等其他城
市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3.2街道是城市设计管控的重要抓手

街道是城市空间形态管控的重要抓
手。在我国当前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中，
与空间风貌相关的控制指标大部分都和
街道有关，如建筑后退红线距离、建筑
高度控制、道路断面及建筑贴线率等。

同时，街道空间也是城市设计管控
的重要组成部分。街道空间包含了城市
设计所需控制的众多要素，如色彩、照
明、植物配置、街道家具及沿街建筑界
面等。例如，新加坡城市设计导则将管
控要素设定为建筑形式、街道景观、步
行网络、车行系统、公共空间、屋顶景观、
树木景观及夜景亮化，这八个方面几乎
都与街道空间相关 [14]。

由此可见，通过街道空间管控可以
建立起城市空间形态的控制体系。城市
的街道路网系统确定了城市的基本空间
肌理和总体空间格局，而借助对沿街界
面的控制，则可以在街区尺度上建立起
严格的建筑形态控制。巴黎中心城区就
是一个以街道管控总体城市形态的典型
案例。例如，19 世纪奥斯曼在拿破仑三
世的支持下对巴黎进行了“大刀阔斧”
的改建，并设定了严格的街廓控制线，
即划定了由沿街建筑界面和道路围合起
来的街道空间外包线，这一控制要求一
直沿用至今。其街廓控制的法律依据在
于街道空间是公共的，尽管沿街建筑几
乎都是私有的，但建筑设计都必须严格
遵守街廓控制对建筑高度、层数、色彩
及材料等的具体要求。通过如此控制，
使沿街界面不仅形成了严整统一的街道
景观，还形成了巴黎中心城以围合街坊
式为特色的高度平整的整体城市风貌
( 图 4)。

图 1 深圳的城市设计体系 [8]

图 2 基于“一书两证”的整合流程 [10]

图 3 武汉的城市设计体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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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街道空间管控和城市设计法律

效力提升的关联性

在存量提升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城
市街道空间将是规划干预的重点对象，
城市设计将是街道更新的主要规划方
法；另一方面，街道空间管控对提升城
市整体空间布局和景观风貌具有直接与
积极的影响，是体现城市设计管控效用
的重要渠道。因此，街道空间管控和城
市设计法律效力提升存在紧密的关联性。

我国当前城市街道空间在功能使用
和风貌景观上存在的诸多问题，说明现
有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在空间管控上存在
明显的不足。尽管已经整合与大部分街
道空间相关的城市设计控制要素，但是
作为当前城市管理中最核心的法定规划
文件，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了加强自身的
法律效力，减少规划管理过程中的自由
裁量权，强制性控制内容选取的都是可
以量化的几个客观性指标，根据城市设
计增设的引导性指标数量也十分有限，
且都有严格的规定 ( 如色彩、建筑密度

及屋顶形式等 )。由此可见，控制性详
细规划对街道空间的管控是刚性的底线
控制，它的管控实效是防止有害的建设
行为，而不在于鼓励有益的建设行为。
因此，仅仅依靠控制性详细规划将难以
满足当前城市更新对街道空间功能和品
质提升以及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街道更
新需要借助城市设计方法，建立更加综
合的空间管控体系。

近年来，全球主要城市陆续发布了
基于完整街道、共享街道和活力街道等
新理念的街道设计导则，集中体现了近
期城市街道空间城市设计的成果，并通
过街道更新实践证实了其积极有效的引
导控制效果。总结各城市街道城市设计
的经验发现，街道设计导则首先确立了
“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使用者及其
需求成为街道空间设计的出发点，完整
的街道空间必须满足不同使用者平等使
用和多元化活动的需求；其次，街道设
计导则充分认识到街道的多样性和差异
性，采取分类分区的方式因地制宜地进

行设计和管控，明确设计要点的弹性原
则。尤其值得借鉴的是，街道设计导则
加强了对设计流程和实施管理的引导与
规范，强调运营维护以及多部门协调与
跨专业合作的重要性。除了设计内容上
的创新，在成果表达上街道导则还强调
了内容框架的逻辑性和完整性，以图文
并茂与案例配合的形式，提高了导则文
件在日常管理中的管控效力 [15]。

国际城市基于街道设计导则的城市
设计空间管控方法，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取
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符合我国当前对城
市空间人性化使用和精细化管理的双重
需求。从街道规划设计和街道空间管控切
入分析，可为我国城市设计法律效力的提
升路径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4从街道管控看城市设计法律效力

的提升路径及挑战

4.1提升城市设计法律效力的基本

路径

我国学者对提高城市设计管控效力
的基本观点是将城市设计成果分成城市
设计准则 (Code) 和导则 (Guideline)
两个层次。前者是规定性指标，纳入法
定规划后成为开发控制的依据；后者是
指导性指标，通过提炼原理性通则、指
导设计来形成或维护地区空间结构和环
境特色，作为法定规划的补充，成为设
计控制的依据 [16]。在此基础上，另有学
者进一步提出，城市设计成果可以通过
两个渠道进行转化，即融入法定规划或
融入规划管理制度。在后一渠道中，可
将城市设计成果转换成各相关主体所共
享的文件。例如，针对专业人员、社会
公众和管理人员，分别编制“文本图册”、
“宣传手册”和“管理手册”，通过吸
取各方反馈意见，结合原有设计成果再
编制面向开发主体的“开发手册”，配
合管理部门“一书两证”的管理体系，
完成城市设计成果对具体开发建设项目
的管控 [10]。

图 4 巴黎基于街道的街廓控制线的城市整体空间形态控制
资料来源：“巴黎控制性详细规划 PLU”，网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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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管控和可能的调整程序，一些城市更
新项目化整为零，着眼于不需要控制性
详细规划报批手续的“微更新”，最终
削弱甚至架空了控制性详细规划对城市
更新的管控。因此，存量更新阶段的控
制性详细规划变革势在必行。

与侧重空间建设管控的控制性详
细规划不同，以回归“以人为本”为基
本原则的街道设计导则更加注重对空
间使用的管控。一方面强调街道空间设
计要符合人的使用需求，另一方面通过
空间设计规范使用行为，以保障不同人
群在街道空间使用上的平等和共享。各
城市的街道更新实践所取得的良好效
果也证明，这一基于空间使用的设计管
控更加适合城市更新的需要。在城市设
计的法律地位得到确立的背景下，现有
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整合街道设计导
则的成果，逐渐从空间建设管控向空间
使用管控转变，形成满足城市更新实际
需求的街道空间管控体系。这一路径可
以有效提升街道城市设计成果的法律
效力，其工作重点和挑战包括以下两个
方面。

(1) 街道空间管控范围的完整性。
比较控制性详细规划和街道设计导则
的管控范围，不难发现两者存在一定的
空间错位 ( 图 5)。街道设计导则针对的
是街道两侧沿街建筑界面及其围合的街
道空间。控制性详细规划虽有涉及建筑

沿街界面控制的内容，但总体上控制重
心还在于各地块道路红线以内的建设管
控，而对于道路红线之外的道路空间，
除道路断面设计外少有其他管控要求。
因此，沿街界面管控就成为整合控制性
详细规划和街道设计导则的重要衔接
点，控制性详细规划吸取街道设计导则
对界面空间的管控建议，补充对建筑后
退红线空间的使用管控，增加街道界面
连续性 ( 街道墙 )、建筑贴线率等控制
指标。此外，控制性详细规划还应补充
对道路红线外空间的管控，形成完整的
街道空间管控体系。在街道道路断面设
计上吸取街道设计导则的成果，以“以
人为本”和“公交优先”为原则，提出
道路交通空间的配置管控。

(2) 从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转变。
一方面将管控逻辑从空间建设管控向空
间使用管控转变，对一些控制性指标采
用负面清单式的管控，提高基于土地兼
容性的使用性质管控，允许建筑空间在
一定范围内的多样化使用；另一方面加
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激励机制设计，如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引入系统化的容积
率奖励和容积率转移的管控机制，对遵
循街道设计导则的建设行为给予一定的
奖励。

4.3从技术性建设到制度性建设

只有小部分的城市设计成果能够通

以上研究是在城市设计法律地位尚
未得到明确的背景下完成的，其结论和建
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随着城市设计法
律地位的确立和立法工作的进一步推进，
其法律效力提升可以从两条基本路径“齐
头并进”。首先，城市设计法律地位的
确立说明了城市设计管控要素的重要意
义，在城市设计和既有法定规划的整合
问题上，不再是简单地将城市设计的关
键性指标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而是从
管理逻辑、管理对象和管理方法上对控
制性详细规划进行革新，在保持其刚性
控制的条件下，建立城市设计和控制性
详细规划相互融合的新控制指标体系，
以满足当前城市更新背景下精细化管理
的要求；其次，城市设计成果仍有大量
难以量化控制的内容将独立于法定规划
之外，这一部分设计控制内容将难以通
过技术手段提升其管控效力，但可以借
助于法律效力的制度性建设来提升。

以下笔者将以与街道空间相关的控
制性详细规划和街道设计导则为例，具
体探讨这两条提升路径的可行性。

4.2从空间建设管控到空间使用管控

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当前城市管理
最核心的规划文件，主要针对的是城市
开发建设活动的管控。在我国城市快速
发展期，对城市建设尤其是新区建设的
规范和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进入存
量发展阶段，控制性详细规划在管理城
市更新项目上却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
控制性详细规划采取的是“控制型”的
被动管理模式。在市场需求强劲的增量
开发阶段，其调控作用起到了平抑需求
的效果。但城市更新往往面临的是动力
不足这一难题，需要更多采取主动管理
的方式激发市场参与城市更新的意愿和
热情。实践中许多城市更新项目都难以
回避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但这一程序
异常复杂且耗时长，以至于不少市场主
体知难而退，失去了参与城市更新项目
的兴趣。为了避开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严 图 5 控制性详细规划和街道设计导则空间管控范围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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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相互整合实现法
规化，因此与控制性详细规划整合并非
提升城市设计法律效力的唯一途径。如
上所述，城市设计立法并不等同于要把
城市设计内容简单地法规化、条文化，
法律管控的主要是行为底线，而不在于
对好的行为进行鼓励和引导。刚性法律
管控的不足在街道管控上表现得尤为明
显：街道的多样性是城市的重要特征，
规划管控必须因地制宜，才能保持发挥
街道原有的特色；街道空间管控既要有
精确性，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避免“一
刀切”的做法，才能提高实施的可操作
性。因此，单靠控制性详细规划难以实
现对城市街道空间的有效管控。

从全球城市街道更新的实践经验
看，制度性建设是提高城市设计管控效
力的有效方式。街道设计导则考虑了街
道空间管控的多样性和弹性需求，在实
际管理中若要发挥效力，需要结合既有
的城市管理体系，建立支撑导则实施的
制度，将街道设计导则的管控内容融入
日常的城市管理程序，通过制度设计保
障这一弹性管控的合理性和权威性。例
如，波士顿完整街道项目强调所有工程
项目都应广泛地、公开地被公众参与。
导则将完整街道项目的实施细分为四个
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都需召开公众参
与会议。此外，完整街道项目均由波士
顿公共工程处的公共改善委员会最终审
批，委员会由波士顿交通局的公共工程
处理事、资产管理员、检所服务部职员、
波士顿水资源委员会执行理事等多部门
人员组成，以保证项目的多学科统一性
和科学性。

加强城市设计的制度性建设将是提
升城市设计法律效力的主要途径。城市设
计法律效力的提升不仅需要通过技术性
建设对管控结果提出要求，还要通过制度
性建设将技术文件纳入既有的城市规划
管理体系，才能使其法律保障的管控效力
真正发挥作用。具体来说，城市设计的制
度性建设就是对管控的全过程提出制度

性设计，并作为必要内容与城市设计的技
术性内容相匹配。在制度设计上充分体现
公众参与原则，明确各部门的职责权属，
并加强部门间的信息沟通和协调决策，建
立“问责制”。重视城市设计成果自身的
动态维护，建立技术内容定期更新和实施
问题反馈机制。

当前街道管控暴露出的一些突出问
题，提示规划师需关注制度性建设的三
方面挑战。

(1) 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协调。城市
空间 ( 尤其是街道空间 ) 管理除了城乡
规划领域的法律法规，还涉及其他法律
法规 (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以及其他部门的部门规章，如街道空间
就涉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户外广
告管理办法》《城市绿化条例》等法律
法规，因此街道空间治理必须依法行政，
街道设计导则及相关管理制度建设也必
须符合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前段时
间，我国一些城市对街道两侧的“破墙
开店”和“占道经营”现象进行了集中
整治，查封了一批违章经营或无证经营
的商铺网点，使城市街道空间恢复了正
常的秩序。尽管从城市设计的角度看，
一些街道因此失去了活力，但应当认识
到这是合理的依法行政的整治行为。从
周边居民的反馈意见看，整治效果得到
了大部分居民的认可。

(2) 跨职能部门的协同。城市管理
是多部门协同的系统工程。在规划管理
部门对城市空间的建设和使用行为进行
规范的过程中，离不开其他职能部门的
配合和协作。因此，在城市设计编制以
及相关管理制度制定的过程中，应当始
终从跨部门协同管理的需要进行考虑。
在这一问题上，纽约市街道设计导则的
经验值得借鉴，纽约市制定的街道设计
导则不仅对街道空间各要素制定了设计
引导要求，还明确了与各要素对应的政
府职能部门，并以图示的方式直观地表
达了各部门的职责分工。

(3) 多元主体的公共参与。相较于

新区建设，城市更新项目涉及的利益相
关者和权属关系更为复杂，除了涉及政
府、开发商和物业权利人，还涉及在更
新地区居住、工作等的人群。城市空间
的细微变动都可能引起各使用主体权益
的变化。而且，不同主体对空间更新的
诉求存在差异和冲突。以街道空间为例，
本地居民希望街道空间更加安静宜居；
沿街商店的店主希望吸引更多的客流，
提升商业气氛；在此上班的人群希望有
方便而廉价的餐饮服务；经常路过此地
的人则希望减少沿街商业，提高交通的
通过效率……在城市设计管理制度建设
中，有效的公共参与是必不可少的重要
环节，而多元主体的公共参与，不仅要
求城市设计保证不同利益群体都有平等
的参与机会，还要求城市设计能求同存
异，使多元主体对空间更新的目标达成
共识。

5结语

《城市设计管理办法》以部门规章
的形式确立了城市设计的法律地位，明
确了各相关行政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并
对城市设计的编制内容、编制程序及管
理实施等作出了规定，但我国的城市设
计立法才刚刚起步。城市设计立法本身
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并不等同于城市设
计内容的法规化和条文化。城市设计法
律地位确立的意义在于充分肯定了其在
城市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有助于提升
其在日常管理中的管控效力。

街道是城市更新的抓手，也是城市
设计管控的关键对象，从街道空间管控
中控制性详细规划和街道设计导则的相
互关系可以发现，提升城市设计法律效
力的基本路径：一方面，借助城市设计
法律地位的提升推动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改良，吸纳一部分城市设计的内容成果，
实现从被动式管理向主动式管理转化，
满足存量更新阶段的管控要求；另一方
面，通过制度性建设将城市设计纳入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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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城市规划管理体系，是提升法律保
障下城市设计管控效力的根本途径。需
要特别注意的是，城市设计管控的制度
建设要应对与其他法律法规协调、跨部
门协同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这三大挑
战。

[ 注　释 ]

①详见《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GB/T　

50280—98)对“城市设计”的定义。

② 2017年 7月 2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

上海市等 37个城市列为第二批城市设计

试点城市。至此，试点城市总数达到57个。

③详见《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第八条。

④详见《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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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城市设计程序管控及其启示
□　唐　燕，祝　贺

[摘　要] 城市设计作为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是现代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需要
系统化的制度建设保障其良好运行。文章分析了城市设计立法的实体与程序取向，从程序管控视角梳理英国城市设计运作
的法律规定与制度保障，以及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多元参与等外部因素对城市设计法制化运作的影响，从而为我国城市
设计的法制化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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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al Control Of Urban Design In England And Its Illumination/Tang Yan, Zhu He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tool of improving urban spatial quality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 design is indispensable 
from modern governance, and its good functioning requires systematic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ntity 
and procedure inclination of urban design legislation, reviews urban design regulation and institution that ensures its operation in 
England from procedural control viewpoint, and the effects of society and economy, political environment, multiple participation on 
its legal operation. 
[Key words] Urban design, Design control, Legislation, Entity, Procedure, England

城市设计作为提升城市空间质量，并通过改善城
市空间形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是现代国
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需要系统化的制度建设保
障其良好运行。2015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
议提出，我国应“全面开展城市设计”，2016 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城市设计是落实城
市规划、指导建筑设计、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的有效手
段”。2017 年 3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编制的《城
市设计管理办法》颁布并施行，标志着我国城市设计
运作在法制化建设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1]。《城市设计
管理办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全国性部门配套规章①。
目前来看，这部处于初始期的部门规章尚无法完全统筹、
保障全国范围内千差万别的城市设计工作的开展 [2]。

未来我国城市设计进一步法制化建设的方向何在、城
市设计是否需要单独立法、相关法规和规范等如何更
好地保障城市设计的实施及多元主体的权利等诸如此
类的一系列问题亟待解答。而反观英国的城市设计制
度建设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探索，已经建立起了相
对成熟的法律法规体系，在 21 世纪以来表现出新的
发展态势。因此，本文重在分析城市设计立法的实体
与程序取向，从程序管控视角梳理英国城市设计运作
的法律规定、制度保障及运行环境等，以期为我国正
在起步的城市设计制度建设提供思路借鉴。

1实体与程序：城市设计立法的两种取向

在全球范围内，城市设计的法制化建设主要可分
为强调实体和强调程序两种不同取向，分别对应着“结
果控制“和“过程控制”两种不同方式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5140833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4YJCZH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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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贺，通讯作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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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实体立法

所谓强调实体，是将城市设计内
容本身法制化，明确法律保障的具体城
市设计要求，以界定城市设计运作各个
环节中不同主体的具体权利与义务。在
美国，许多城市依托区划法开展的城市
设计内容管控立法便是这种实体取向的
制度建设代表。区划法在美国不同地域
的全称有“Zoning Code”“Zoning 
Regulation”“Zoning Resolution”等，
从其措辞即可看出与我国法定规划的区
别—区划法并非是通过城乡规划核心
法赋予法律效力的规划文件，而是在《州
区划授权法案标准》(Standard State 
Zoning Enabling Act) 和《城市规划授
权法案标准》(Standard City Planning 
Enabling Act) 等上位法的赋权与约束
下独立而成的法，具有更高的地位和
法律权威性 [4]。这种立法方式在保证法
律效力和因地制宜地适应地方法制建设
需要等方面具有优越性。20 世纪末以
来，美国各地的区划法向“形态设计准
则”(Form-based Code) 转型，并取
得了较大成功。形态设计准则不像传统
区划那样单纯制定具体的土地利用指
标，而是利用更加具体的、直观的形态
标准表现城市设计多样的控制要求。在
很多情况下，它是严格的规定性文件而
非可有可无的指引性文件，对象涵盖城
市、乡镇和县域等不同尺度，其提出的
具体设计规定清晰明确，行之有效且作
用广泛 [5]。然而，尽管对城市设计的实
体内容进行立法具有如上优势，但是这
种具体、频繁的立法过程需要较高水平
的法制建设能力，需具备地方化且常态
化的立法机构；需要形成相对完善的制
度环境体系，以及能对城市设计立法的
具体权责范围进行有效约束的上位法律
法规；需要高素质建设管理人才的保障，
拥有大量同时精通法律与城市设计的技
术力量及行政力量等。而我国现阶段，
尚难以达到城市设计实体立法的这些条
件要求，若通过立法将诸多不确定的城
市设计内容转变成硬性控制要求，会因

面临各种实施困境而难以推行。

1.2程序立法

与实体相对的程序取向强调对城
市设计运作的关键环节 ( 而非具体设计
内容 ) 进行立法保障，结合现有法律法
规体系与行政程序，发挥城市设计作为
开发控制依据并指引城市空间发展的实
践作用。英国的城市设计制度安排突出
程序管控，依托现行的《城镇与乡村规
划法案》(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1990) 和《规划与强制收购法案》
(Planning and Compulsory Purchase 
Act 2004) 等核心法在开发控制中施行
设计审查 (Design Review) 程序②，该
程序的权威性与必需性由此通过国家层
面的立法得以保证 [6-7]。在地方层面，
政府规划部门的立法内容主要表现在法
定规划的制订上，这一点与我国较为相
像；地方规划当局如何开展审查安排
(Review Arrangement)，其具体流程
由当地依据相关行政法自行制定。英国
对开发申请的设计质量是否达到要求的
裁决，规划当局具有较大的自主裁量权。
被驳回的开发申请可以通过国家司法程
序上诉副首相办公室，由副首相指定的
规划巡查专员对地方决策进行核查，但
这种核查的对象也仅限于其程序的合理
性 [8]。由此可见，英国城市设计的立法
核心是构建起城市设计运作环节与过程
的制度规定，表现出自上而下、层层递
进的“程序”治理逻辑和底线思维，管
治简单有效、便于地方操作。英国通过
程序立法授权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情
况进行灵活决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
实体立法过程中对于日常行政管理的滞
后性。但是，程序立法同样具有一定弊
端，其在明确制度框架的同时，并未对
框架内的内容进行规范，这使得开发申
请的许可条件、设计审查的依据来源和
设计管控的成果方向等都具有较大的不
确定性。当社会经济条件变化、政府施
政重心转移时，可能造成城市设计运作
不连贯甚至是徒留形式，无法发挥实质

作用的被动局面。为应对这种不足，英
国的城市设计制度发展在法律框架外逐
渐演生出许多其他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以
对冲影响。

综上可以看出，在城市设计的法制
建设过程中，无论是指向结果管控的实
体立法还是指向过程管控的程序立法，
均具有其优势与不足，需基于不同国家
与社会的制度环境和管理实情加以合理
选择，采用独立或兼而有之的立法方式。
针对当前我国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全，
城市设计编制内容、方法与基本认识尚
不统一等基本国情，英国通过法制建设
建立起的强调设计审查、多元参与的程
序性规定，对于推进我国的城市设计发
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实施价值。因
此，下文结合英国城市设计的法律运行
环境，具体剖析英国城市设计运作的各
项制度工具，以揭示城市设计程序管理
的相关经验。

2英国城市设计运作的法律规定及

程序管控

英国城市设计的程序管控是法律法
规、国家政策导引、地方政府依法行政
共同作用的结果 ( 图 1)。对于城市设计
运作而言，法律法规构筑了行政的基本
空间和行为规范，国家政策在法制空间
中审时度势地指引方向，地方政府依据
前两者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并调整程序管
控的具体流程，三者层层递进，缺一不可。

2.1法律法规体系

英国城市设计的法律法规体系构
成主要包括城乡规划核心法、从属法、
专项法和技术条例四个部分，城乡规划
核心法与从属法是基础，这与我国其他
规划法律法规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及其下位法的情况类似。
不同的是，英国在这两类法律中都对
城市设计作出了直接的条文规定，而
我国于 2008 年 1 月施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对作为非法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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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内容方面的义务。专项法对城市设
计的要求进一步集中于某些特定细分领
域，如《社区设计 ( 修正 ) 条例》中包
含了社区城市设计的基本原则和责权划
分 [12]，同时技术条例关注的是城市设计
中建筑间距、日照通风和停车要求等规
范性内容。此外，由于城乡建设活动的
普遍关联性，城市设计相关法规还要与
财产法、环境法、诉讼法，以及英格兰
地区外威尔士、北爱尔兰、苏格兰地区
的特别法等对接和结合。

英国国家整体法制建设十分成熟，
即使当前社会经济制度建设已进入相对
稳定时期，立法活动依旧相当频繁，城
乡规划领域中的新法颁布和旧法修编从
未中断。如图 2 所示，英国的法律法规
在开发控制体系中，首先确立了规划编
制环节中城市设计内容的必要性，其次
在规划申请环节提出政府明确设计要求
的义务，最后在规划审批环节确定了规
划当局以法定规划及国家政策导引为依
据，通过规划许可和建筑许可进行设计

划的城市设计并未提及。英国的《规划
与强制性收购法案》第四十二条规定：
“任何申请获得规划许可的开发指令必
须附带对设计原则和设计概念如何适应
发展需要的说明”“地方政府在受理建
筑许可的规定中需包含对设计原则和设
计概念如何满足执行要求的声明”[7]。
以上法律条文明确了设计控制通过规划
许可 (Planning Permission) 和建筑许可
(Building Consent) 发挥作用的实施途
径。其他诸如《城乡规划 ( 地方发展 )
条例》《城乡规划 ( 一般开发程序 ) 条
例》《城乡规划 ( 广告控制 ) 条例》等
从核心法演生出的从属法，则递进式地
在城乡规划的关键领域继续强化设计控
制的效力和管理要求，如《城乡规划 ( 地
方发展 ) 条例》第六条规定：“地方发
展框架 (LDD) 中，地方规划当局在特定
阶段所鼓励的相关设计目标应作为地方
发展文件的组成部分”[9-11]。这实际上
使得城市设计成为法定规划的必要组成
部分，界定了地方规划当局在制定城市

图 1 英国城市设计的法律法规体系及其运行的正式制度环境

图 2 英国城乡开发控制程序中的城市设计法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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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的权利。在英国不同的城市设计相
关法律法规中，经常出现相似、重叠甚
至重复之处，但这些条文总体上协调一
致，为设计控制提供了坚实的法制基础。

2.2国家政策导引

国家层面的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
部 (Ministry of Housing,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不定期更
新《国家规划政策框架》(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Framework， 简 称
“NPPF”)，对全国范围内的城乡规划
和城市设计活动作出指导，在英国的
城乡规划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13-15]。
《国家规划政策框架》和国务大臣发布
的各类指引，可以看作是对相关法律在
当前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再解释，帮助地
方政府明确如何在法律框架下开展城市
设计的相关行政工作。如果将法律法规
作为开发控制程序的基本支撑，那么国
家层面的政策框架和各种指引则提供的
是程序执行的依据。相较于法律法规，
政策及导引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及时
性 [15]。从效用上看，国家政策导引发挥
了解释法律和延伸法律的作用，补充深
化了管控程序建议并可适时调整程序决
策依据。在管控程序上，《国家规划政
策框架》和各类导引会建议地方政府在
现有程序中引入更多的管理环节作为对
法定程序的补充，如设计导引 (Design 
Guide)、设计准则 (Sesign Code)、评
估体系 (Assessment Framework) 和预
申请 (Pre-application) 等程序。《设计
导引2014》中强调了预申请的讨论程序，
要求地方规划当局在项目设计过程的早
期与开发单位进行充分沟通，向设计者
说明该项目所涉及的规划和设计政策，
使设计目标达成共识，同时也帮助开发
者更顺利地通过之后的规划申请 [13]。 
在决策依据上，地方可根据国家宏观政
策导向，对设计质量的判断标准、设计
应达成的社会经济目标等作出决定。例
如，2018 年的《国家规划政策框架草案》
指出：“如果规划申请的设计质量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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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控制程序十分完善并涉及多个部门
间的交叉行政，无论是公共领域的投资
建设还是私人开发都要通过地方政府的
设计审查或在设计建议下进行有条件开
发 [17]，一些规模庞大或十分重要的开发
项目，还需上呈大伦敦区域当局和国务
大臣处作进一步审查或给予指导。在地
方，与设计控制相关的具体行政程序可根
据本地实际情况自行制定，但仍需遵循
如最长规划许可申请受理时限等法律规
定。对于期望通过城市设计达成空间塑
造及空间治理目标的地方政府来说，这
种制度安排给予了它们极大的施展空间。
地方发展框架 (LDD) 作为英国上一轮规
划改革的产物，为城市设计提供了可依
托的法定规划载体，框架内除了法律规
定的必备文件，地方政府可以将各类城
市设计内容作为选择性补充文件纳入其
中 [9]。同时，随着英国政府对社区复兴
的重视，城市设计也成为法定社区规划的
组成部分，是社区发展的重要辅助工具。

3外部因素对城市设计法制化运作

的影响

尽管英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设计
控制的关键程序进行了有力保障，但城

市设计活动的长时间实践成效仍屡有波
动。究其原因，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
政治环境、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的参与等
是影响英国城市设计正式制度运行成效
的主要外部因素 ( 图 4)。

(1) 社会经济。20 世纪 90 年代前，
英国城乡规划领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
在重规划、轻设计的情绪，物质空间设
计对于社会经济等领域的附加作用并未
达成共识。城乡规划忽视对场所的营造
导致建成环境质量低下，诱致的负面影
响难以估量。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的 10 年间，英国城市设计逐步
走出这一误区，其正式运作和非正式
活动逐渐升温，对空间质量的追求甚
至一度成为国家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
分 [18]。然而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后，英
国经济陷入长期衰退，这一经济与社会
变化使英国的城市设计运作经历了“过
山车”式的变化，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工
作重心转向刺激经济，发展规模远优先
于环境质量。由此可见，设计质量在经
济繁荣时期是规模预期达成后的更高追
求，而在经济紧缩时期则很容易成为换
取规模的“代价”，而这种“交换”也
容易在当时得到社会多数群体的认可，
造成群体性的决策不理性。

图 3 大伦敦地区复杂的设计质量控制程序
资料来源：译自 Design Governance: The CAB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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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提升区域品质、个性和功能，并且
不符合地方设计标准或补充规划文件，
其许可申请应当被驳回。但是如果规划
申请符合本地政策期望，设计质量不应
作为决策者反对发展的理由，决策者应
基于对发展的综合权衡做出裁量”[15]，
这样的政策明确了设计质量实质上并非
规划决策的必要条件。《国家规划政策
框架草案》还规定，在“对规划申请进
行决策时，如果项目设计与周边环境的
形式和布局不同，但是却具有出众的、
创新的设计，且有助于提升区域内的发
展可持续性或区域设计水平，那么这些
申请应得到慎重考虑”，该条款为历史
性建成区的设计创新提供了保障 [15]。

2.3国家与地方行政

在英国的城市设计运作中，立法
与行政相辅相成，法律法规通过议会立
法后，借助国家与地方行政得以落实。
因此，城市设计立法活动与国家、地方
两个层级的行政活动共同构建起城市
设计运作的正式制度体系，并在程序
上保证了国家级非正式机构等的常态化
参与 ( 图 3)，如建筑与建成环境委员会
(Commission for Architecture and Built 
Environment) 的参与。

在国家层面，英国的行政部门调整
较为频繁，对城市设计相关管理工作造
成了一定影响，副首相办公室 (Office 
of Deputy Prime Minister) 以及住房、
社区和地方政府部是城乡规划与城市
设计的主管部门。副首相 ( 特蕾莎·梅
政府该职位暂时空缺 ) 办公室兼具立
法、司法与行政三种职能，可制定法
律地位次后的条例 (Regulation) 与指引
(Guidance)，对地方行政进行仲裁、派
遣规划巡查专员监督规划制定和实施。

地方政府在法律法规的规范与政策
的导引下开展设计控制工作。英国的地
方城乡规划管理机构分为郡和区两级，
在发展水平较高的大都市区城市设计控
制的程序通常较为复杂，而在一些偏远
的郡和区则相对简单 [16]。例如，伦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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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和
2008 年施行并于 2015 年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均没有关
于城市设计的内容，可以说城市设计的
法律建设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虽然
1991 年施行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提出“在编制城市规划的各个阶段，都
应当运用城市设计的方法”等内容，但
是 2006 施行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又削弱了相关规定，仅指出控制性详细
规划应当包括“提出各地块的建筑体量、
体型、色彩等城市设计指导原则”。因此，
从城市设计的管控规定到技术规范的对
接等都表明，我国国家层面的城市设计
基本制度建设还极不完善，缺少对城市
设计程序管理的有效思考。

当前，《城市设计管理办法》作为
我国城市设计领域的全国性规范文件，
主要侧重原则性的导引。规定性内容
方面只是初步划分了城市设计的管理责
权，界定了总体城市设计与重点地区城
市设计两级文件的编制和审批主体，以
及城市设计编制成果的公示要求；相对
明确了重点地区城市设计通过控制性详
细规划进行开发控制的途径；局部规定
了单体建筑设计和景观、市政工程方案
设计应当符合城市设计要求，且以出让
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在城市、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建制镇规划区内的大
型公共建筑项目，应当将城市设计要求
纳入规划条件 [1]。这些要求在实际操作
层面的具体管理方式有待进一步细化。

显然，由于缺少明确具体的程序管
控要求，我国城市设计与城乡规划、建
筑管理等相关制度间的关系仍然存在很

(2) 政治环境。英国和多数西方国
家一样，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性决定了
其政治周期性。不同政党执政理念的不
同塑造出迥异的政治环境，对城市设计
运作影响巨大。英国建成环境质量发展
的黄金期也正对应英国“新工党”的执
政期 (1997 ～ 2010 年 )，期间政府高度
重视居住环境，强调城市空间质量对经
济发展的促进作用。2010 年英国保守
党与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上台，主张减
少规划和管理干预，其在城乡发展领域
的理念偏向保护开发商和建筑师的设计
自由，认为过多的设计控制可能造成建
设与发展成本的上升，为此保守党上台
后持续推动英国城乡规划体系改革 [18]。
因此，2012 年的《国家规划政策框架》
中几乎难以见到对设计控制的硬性要
求，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建议性条文，这
些条文具有很大的自由解释空间 [14]。

(3) 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参与
国家范围内设计控制活动的历史在英
国由来已久，是城市设计运作中占有重
要地位的参与主体。政府对于各类专业
性组织参与城乡规划领域的共同治理持
接纳甚至鼓励的态度，因此部分非政府
组织逐渐发展为由国家认可的非政府
公共组织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y，简称“NDPB”)，受国家财政拨
款，独立于政府部门行使特定的职能。
早在 20 世纪初，皇家艺术委员会 (Royal 
Fine Art Commission，简称“RFAC”)
就作为建成环境领域国家级的参与主
体，为政府提供咨询与设计评价服务，
同时为公众和开发者编制设计导引。20
世纪末，建筑与建成环境委员会 (CABE)

成为政府指定的继任者，承接 RFAC 在
国家设计治理领域的职能，并在实践中
进一步发展出了一整套作用于城市设计
运作全过程的非政府治理工具，有效填
补了政府的职能缺位 [16]。

(4) 公众参与。公众参与在英国城
市设计运作中具有影响广、渠道多和全
过程的特点，公众作为政府行政的监督
者与设计共治的参与者发挥着调节器的
作用 [19]。英国公众参与城市设计运作过
程主要通过三条途径。第一是城乡规划
核心法律体系所保证的正式渠道，其明
确了规划编制前、编制过程中和规划审
批前的公众咨询，以及规划实施中的公
众调查等环节。第二是城乡规划相关法
所保证的参与途径，《质询程序条例》
等行政法规确保了一般公众质询规划与
设计质量的权利，公众除了可以在城乡
规划法等界定的四个环节参与规划，还
可以通过法定质询程序随时介入可能涉
及自身利益的城市设计问题。第三是由
特定政府部门主导的半正式参与，该途
径不受法律法规的直接支持与约束，而
由各级政府灵活设置。以上三条途径的
有效运行有赖于英国全国相对成熟的基
层自治与非政府组织建设。总体上，英
国城乡建设与规划设计领域的公众参与
通常是主动、自觉的，已成为全社会文
化与政治认同的一部分。

4反思与启示：我国城市设计的

法制化建设

4.1我国城市设计法制化现状的反思

从立法情况看，我国 1990 年施行

图 4 英国城市设计法制化运作成效的主要影响
因素

图 5 设计治理工具箱
资料来源：译自 Design Governance：The Cab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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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不确定性，造成城市设计实施管理
依托与作用的对象及工具相对模糊，且
没有法律法规的保障。城市总体规划和
总体城市设计、控制性详细规划和重点
地区城市设计之间的从属关系以及工作
协调方式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如重点地
区城市设计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先
后问题、全覆盖问题、互为依据问题等。
此外，基于《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编制
的国家技术性规范《城市设计技术管理
基本规定》迟迟未能公布，导致行政规
章层面的《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相对孤
立，无法形成互补支持的规章体系。而
各地方政府出台的《城市设计编制技术
导则》等也缺少对城市设计管理、实施
途径等的有效引导，使我国的城市设计
制度建设持续走向迷惘。

4.2对我国城市设计法制化的启示

比对英国城市设计的法制建设情
况及其外部运行环境，笔者认为当前我
国的城市设计运作在明确关键程序的法
定要求、指导政府的依法行政、发挥参
与主体的辅助作用等方面还存在明显差
距，需要从以下方向进行提升：

(1) 加强基于国家机构改革的主管
机构顶层建设。英国的设计控制程序与
城乡规划体系深度融合，权责归属于住
房、社区和地方政府部开展具体工作，
副首相办公室则为更高层级的规范与协
调机制。2018 年我国迎来了新一轮的
国家机构改革，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将
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
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着力解
决空间规划重叠等问题 [20]。因此，在国
家机构改革的新契机下，要不断加强城
市设计主管机构的顶层建设，进一步厘
清规划与设计的关系，使城市设计长期
以来受体制机制限制而产生的与各类规
划设计范围重叠、融合困难、实施权责
不明等问题逐步破解。城市设计管理权
责随规划管理权责划归新部门以突出其
规划管控职能，还是留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形成设计管理与建设工程管理的二

元互补体系，这些问题亟待定论。
(2) 提高城市设计的法律地位。英

国城市设计的相关法律规定，聚焦于
保障设计控制的关键程序，在自上而下
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对设计控制提出的
要求需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并呈现层层
递进、不断细化的逻辑。而我国的《城
市设计管理办法》则强调通过植入方式
将其纳入现有的城乡规划编制与管理体
系，实质上是期望在以控制性详细规划
为依据的“一书两证”发放中加入城市
设计的要求与审查内容，这样做的制度
变迁成本相对较低，不存在对其他制度
的根本改变。未来为进一步加强城市设
计的权威性，使城市设计运作不仅有规
可依，更是有法可循，应从上述局部的
制度变革逐渐反馈至法律体系的上下
游，在相关法律法规中给予城市设计明
确的职能定位，同时将在管理实践中验
证有效的关键程序，在上位法律中加以
反馈并固化。

(3) 鼓励地方政府创新设计治理方
式。英国地方政府常见的城市设计管理
工具包括设计导引、设计审查和设计激
励 ( 图 5)，国家规划政策框架目前仍在
建议不断充实地方规划当局的设计治理
工具库。对比我国，基于正式制度的设
计管理工具相对较少且不成熟，但是我
国各地方在城市设计运作的长期实践中
自下而上地探索出了一些适于本地的设
计管理做法，如城市设计竞赛、将城市
设计要求纳入土地出让有条件和融入法
定图则等。依据《城市设计管理办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各地可根据本办法，
按照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和技术导
则”，笔者认为我国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应加快推进各地城市设计制度与技术领
域的协同建设，允许各地在设计控制领
域差异化施政，充分放权和鼓励地方政
府创新治理方式 [21]。

(4) 制订及时且灵活的政策导引。
相较于稳定的法律，政策制定更加及时
且灵活。对于法律所不及之处，政策导
引可以起到相辅相成、填补空缺的关键

作用。英国国家层面的规划设计导引是
政府在满足依法行政底线下发挥自身能
动性的表现。在我国政府高度强调重视
城市设计的今天，可以结合诸如新型城
镇化、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
的需要适时出台更为丰富的政策导引，
以指导各级各地政府在城市设计管理工
作中更好地发挥城市设计工具的社会经
济效能，使空间管控手段与国家治理目
标达成统一。同时，政策导引并非完全
的强制性规定，在为地方政府解放手脚
并赋予更多治理工具的同时，也可避免
“一刀切”硬性规定的武断做法，给地
方当局更多因地制宜、自由选择的行政
空间。政策导引的形式可以根据内容不
拘一格、包涵广泛，如原则性意见、规
定性程序或技术性规范等。

(5) 引入专业性辅助治理力量。英
国经验表明非政府组织因其自身特点和
专业属性可有效填补政府管理的空缺，
但我国城市设计运作制度的主导仍是各
级政府，目前尚不存在类似英国一样的
非正式机构系统介入设计控制的情况。
究其原因，相应法律与制度保障的缺乏
使得各级政府无法引入专业性的辅助治
理力量，以避免违规、懒政或不力之嫌。
在缺乏制度规范的情况下，即使通过市
场化方式向非政府机构采购相关服务也
难免存在诟病和寻租空间，尤其是在城
市设计这个难以量化评价的领域，外聘
机构的服务水平、服务成本等都常常难
以度量 [22]。可喜的是，当前如广州、北
京等地政府已经初步建立了责任城市设
计师制度，政府部门外聘城市设计领域
专家来协助规划当局开展设计审查、项
目协调和咨询建议工作，形成了共同治
理的有益尝试 [23-24]。未来通过城市设计
的法制化建设，应逐步保障各类非政府
组织参与设计治理的合法性，并明确其
可参与的环节、程序与空间。

(6) 强化城市设计的公众参与。形
态化的城市设计相较于抽象化的城乡
规划更容易被一般公众所认知，城市设
计可以为本地公众提供明确的建设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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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建积极的参与平台。英国城市设计
的公众参与通过多种渠道作用于运作的
全过程。反观我国，《城市设计管理办
法》仅第十三条提及在编制城市设计时
应广泛征求专家和公众意见。因此，城
市设计法制化建设急需补齐这一短板，
借鉴英国做法通过程序立法保障公众参
与设计控制关键环节的权利，使城市设
计本身成为传达政府目标、协调多方诉
求的重要工具。地方政府应深刻意识到
在管理过程中公众介入对于行政实效的
益处，通过制度建设与教育引导不断拓
宽公众参与渠道 [25]，开展多样化的宣传
活动，鼓励一般民众参与城市设计过程
并培养其依法行使相关权利的意识，使
城市设计真正成为全社会认同的治理工
具，形成共治共享的运作环境。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的政治社会环
境相对稳定，经济发展已从关注规模转
变为重视质量，但相较英国等西方发达
国家，在城市设计制度建设上仍然存在
相关法律不完备、政策导引相对缺失、
制度创新缺乏动力和保障、专业性非政
府机构和公众参与无法发挥应有作用等
问题。因此，下一步的法制建设中应针
对这些问题进行重点突破，并结合我国
自身实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
设计治理实践道路。

[注　释 ]

①《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是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的部门规章。

②美国很多城市也通过区划法或者其他法律

的规定，开展了“城市设计审查”等相关

程序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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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城市设计法定管控路径及其借鉴
□　顾宗培，王宏杰，贾刘强

[摘　要] 文章围绕地方城市规划和协议开发区规划，结合具体案例，对法国城市设计法定管控路径进行研究，总结其主要
特征— 通过法定条文管控城市设计要素，以城市设计为平台实现法定内容的“上传下达”路径。随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提出三点建议：形成法定化的城市设计管控指标体系，构建“上传下达”的城市设计管控路径，以城市设计为工作平台实现
精细化管理。
[关键词] 地方城市规划；协议开发区规划；城市设计；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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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tory Governance Path Of Urban Design In France/Gu Zongpei, Wang Hongjie, Jia Liuqiang
[Abstract] The paper studies the statutory governance path of urban design in France with cases of Plan Local D’urbanisme (PLU) 
and Zone d’Aménagement Concerté (ZAC), and concludes its characters: statutory articles regulate urban design elements, 
and urban design is a platform that transmits statutory content. The paper puts forwards three suggestions for China’s urban 
design development: statutory urban design control indices system, free transmission urban design control path, and detailed 
management with urban design platform.
[Key words]  Plan Local D’urbanisme, Zone d’Aménagement Concerté, Urban design, France

0引言

城市设计是对城市形态和空间环境所作的整体构
思及安排，是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塑造城市特色风貌
的重要手段。2015 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加强
城市设计，提升城市设计水平”，首次在国家层面提
出将城市设计纳入制度建设的要求。2017 年 6 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城市设计管理办法》正式
施行，明确了城市设计的地位。在该文件的指导下，
如何结合实际，完善相关技术标准、构建城市设计法
定管控路径，从而让城市设计成为落实城市规划、指
导城市建设的有效工具，是当前急需深入研究的一个

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对国外经验及案例的研究与
借鉴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笔者在“百名中国规划师在法国”项目支
持下，对法国的城市设计管控路径进行了为期三个月
的考察调研。本文对法国城市设计法定管控方法和内
容进行了研究，对相关案例进行了分析，以期为国内
完善城市设计法定管控路径提供借鉴。

1法国城市设计管控概况

在法国的城市规划体系中，地方城市规划 (Plan 
Local d’Urbanisme，简称“PLU”) 与协议开发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研究课题 (201602)、四川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2018ZR024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1678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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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杰，高级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研究分院主任工程师。
贾刘强，高级规划师，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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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Zone d’Aménagement Con-
certé，简称“ZAC”) 有着非常特殊的
地位。前者是各个市镇对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进行控制的核心，其法定地位和管
控内容相当于国内总体规划与控制性详
细规划的总和；后者是市镇进行城市开
发和更新最常用的规划工具，其内容与
深度类似于国内的修建性详细规划。

法国没有独立的城市设计法定管控
体系，但对城市设计方法的运用、对城
市设计要素的管控却贯穿于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的全过程。其中，地方城市规划

通过法定条文的形式，对空间布局、建
筑立面和建筑高度等城市设计要素进行
管控，从而确保城市建筑与空间环境的
总体协调和有序，保护和彰显地方风貌
特色。协议开发区规划则以城市设计工
作为核心，将城市设计方案的主要内容
转化为法定管控要素和管控文件，从而
实现法律层面的“上传”和“下达”—
对地方城市规划提出修改建议，使法定
规划的相关条款能够与之契合；同时在
具体的建设项目中，将城市设计管控内
容附加到土地买卖合同中，确保城市设

计意图的落实。以下将结合具体案例，
介绍法国的城市设计法定管控路径。

2地方城市规划(PLU)：通过法定

条文管控城市设计要素

2.1地方城市规划中的法定条文

地方城市规划一般覆盖市镇全部
行政辖区，其内容通常包括现状报告、
可持续规划与发展计划 (Projet d’A-
ménagement et de Développement 
Durables， 简 称“PADD”)、 重 点
项目行动目标与计划 (Orientations 
d’Aménagement et de Program-
mation，简称“OAP”)、总平面图和
管控规定 (Règlement) 等部分。其中，
管控规定对总平面图中每一类用地提出
条文式管控要求，是法律层面城市设计
管控的核心内容。

每一种用地的管控规定都包括十六
项条文，笔者将其总结为用地性质、建
设强度、空间布局、设施配套、风貌特
色和能源环境六个方面 ( 表 1)。其中，
空间布局和风貌特色等方面涉及的条
文，是常见的城市设计要素。

管控规定一般由文字构成。在管
控规定的附件中，还会对一些条文的细
则加以图示，如对建筑高度计算方法
的示意 ( 图 1)。本文将通过奥奈森林市
(Aulnay-sous-Bois) 的例子，简要介绍地
方城市规划对城市设计管控的特征①。

2.2地方城市规划的管控特征：特色化

与差异化

奥奈森林市位于大巴黎东北郊，靠
近戴高乐机场 ( 图 2)。政府将在工业遗
产用地 (PSA 地块 ) 上实施城市更新计
划，同时大巴黎快线计划 (Grand Paris 
Express) 也将在此设立新的轨道站点，
所以是一个较受瞩目的地区。

奥奈森林市的地方城市规划将全市
划分为 10 种不同的地区，每类地区都

图 1 条文说明文件 (Annexes au Règlement) 对建筑高度
计算方法的示意
资料来源：奥奈森林市 (Aulnay-sous-Bois) 地方城市规划。

图 2 奥奈森林市的区位关系
注：灰色为市域范围，粉红色为即将设立协议开
发区 (ZAC) 的工业遗产改造区 PSA 地块。

管控内容 对应条文

用地性质 被禁止的土地使用功能 第一条
建设强度 特殊情况下的开发限制要求 第二条

单一地块的最小可建设面积 第五条
土地建设控制 第九条
最大建筑高度 第十条
土地占用率 第十四条

空间布局 地块与公共空间的衔接，包括道路和出入口的规定 第三条
建筑物与相邻公共空间、城市道路距离的规定 第六条
建筑物与相邻地块线距离的规定 第七条
同一个地块上如果有超过一栋建筑时，对建筑间距的规定 第八条

设施配套 给排水、垃圾收集和雨水收集等市政设施的布局规定 第四条
建造者建设停车场的义务 第十二条
建造者建设空地、游乐和休闲场地及绿化种植的义务 第十三条
建筑、工程和设施铺设基础设施与通信网络的义务 第十六条

风貌特色 建筑物外观及相关要素管控——对景观、街区、建筑物、公共空
间、历史建筑、文化遗址及其他要素的保护与管控要求

第十一条

能源环境 建筑、工程和设施提升能源效率与保护环境的义务 第十五条

表 1 地方城市规划管控规定中的十六项条文及其管控内容

戴高乐机场

奥奈森林市

巴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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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平衡法定规划的严肃性与灵活性。
尽管地方城市规划对每一类用地的

管控规定都涉及相同的要素，但在具体
的控制上，会因用地类型的不同而产生
管控要求的不同。例如，对城市中心区、
郊区的建筑高度有着差异化的规定，且
对临近郊区 (UG 区 )15　m 内的建筑有
特殊规定，从而确保不同地区之间在形
态和尺度上的有序过渡。

对不同的用地而言，管控规定提出
的管控深度也不同。以已建成的高密度
城市中心(UA区)和待开发项目(UH区)
两类地区第十一条“建筑外观控制及相
关要素管控”为例，前者严格规定了建
筑外墙材质、屋顶形式与材质、建筑物
的改建和粉刷、建筑围墙的高度和材质、
地块栅栏限高和视线通透要求、管道天
线和市政设施的遮蔽要求等内容，给出
了具体的量化指标，而后者仅仅提出与
历史保护法规对接的原则性要求。

这种特色化和差异化的管控方式，
平衡了法定规划的严肃性与灵活性，在
保证整体风貌协调的情况下，又为新
项目的设计与建设提供了更多元的可能

制定了详细的管控规定，本文重点研究
高密度城市中心地区② (UA 区 )、郊区地
区 (UG 区 ) 和待开发项目地区 (UH 区 )，
分别对应总平面图 ( 图 3) 中的土黄色、
黄色和紫红色地块。通过比较这些地区
对城市设计要素的管控规定 ( 表 2)，可
以发现这些条文体现了特色化和差异化
的管控特征。

(1) 特色化：通过法定条文的量化
指标管控，保护城市风貌特色。

住宅区占据了奥奈森林市 44％的
用地，这种由小型花园围绕独立住宅
构成的窄小街道，是巴黎郊区的典型
景观③ ( 图 4)。为保护这种风貌特色，
地方城市规划在管控规定中针对性地提
出了管控条文，从建筑功能、建筑退距
和建筑高度等方面形成了一套量化的指
标体系④。如通过对建筑高度和特定功
能建筑的规模限制⑤，控制建筑的尺度，
维持建筑彼此之间的协调性；通过对建
筑与公共空间距离的限制，控制建筑与
公共道路之间的退线空间，突出“环绕
小花园的小房子”这一地方特色。

(2) 差异化：对不同地区提出差异化

图 3 奥奈森林市地方城市规划总平面

　区域

第二条：特殊

情况下的开发

限制要求

第六条：建筑

物与相邻公共

空间、城市道

路距离的规定

第十条：最大建筑

高度

第十一条：建筑

物外观及相关要

素管控

UA 区：高
密度城市
中心地区

2/3 款：对于商
业 建 筑， 其 用
于商业功能的
建筑面积不应
超过 350　m2

6/1 款： 建 筑 物
与公共空间边界
线的距离应在4　m
和 8　m 之间

10/1 款： 主 立 面 限
高 17　m，最大高度
控制在 20　m 以内；
靠近 UG 地区的建筑
限高 15　m

11/6.1 款—围墙：
围 墙 必 须 贴 线 设
置，限高 2.1　m( 实
墙最高 1　m)，其外
观材质必须与周边
地块、建筑协调

UG 区：郊
区地区

2/3 款：对于办
公和商业建筑，
其建筑面积不
应超过 250　m2

6/1 款： 建 筑 物
与公共空间边界
线的距离应大于
4　m

10/1 款： 主 立 面 限
高 7　m，最大高度控
制在 10　m 以内

UH 区：待
开发项目
地区

没有相关描述 6/1 款： 建 筑 物
必须紧贴公共空
间边界线建设，
或与边界线距离
在 5　m 以内

10/1 款：对几个区域
分别给出20　m、46　m、
30　m 的高度控制规
定；靠近 UG 地区的
建筑限高 15　m

仅有与历史保护法
规对接的规定，没
有具体定量管控要
求

表 2 奥奈森林市地方城市规划管控规定摘录

性。作为一个在空间上全覆盖的法定规
划，地方城市规划的制定者无法预见所
有的开发可能性。所以通常情况下，对
于单一地块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必须
严格遵守地方城市规划⑥；而对于许多
待开发项目用地，地方城市规划往往不
会直接进行城市设计研究，而是预留出
将城市设计方案的相关成果反馈到地方
城市规划中的可能性。

如何实现城市设计法定管控内容在
不同层次规划间的传递与协同，是下文
讨论的重点。

3协议开发区规划(ZAC)：以城市

设计为平台，形成法定内容的“上传

下达”路径

3.1以城市设计为工作平台的协议

开发区规划

协议开发区规划 (ZAC) 是法国进行
城市综合开发、实现城市设计法定管控
内容“上传下达”最常用的规划工具⑦。
当市镇设立协议开发区后，都会根据城
市设计方案，修订地方城市规划，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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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法定管控内容的“上传”；另一方面，
协议开发区规划确定的城市设计管控内
容也会附加到建设项目的土地买卖合同
中，实现法律意义上的“下达”。由此，
需要构建层级分明、上下协同的城市设
计法定管控路径。

与地方城市规划不同的是，协议开
发区规划不会覆盖市镇全部行政辖区，
甚至可以不受限于行政边界，而是针对

需要开展城市更新或城市开发的特定地
区划定范围。协议开发区规划通常以城
市设计为平台，让政府、地方集体、个
人开发商和房地产业主等各方形成稳定
的伙伴关系，在协商的基础上共同推进
土地的开发，从而实现城市空间的更新
和地方经济的复兴。

下文将以拉法尔市 (LAVAL) 高铁地
区开发规划 (LA ZAC <LAVAL GRANDE 

VITESSE>) 为例，介绍通过协议开发区
规划实现城市设计成果“上传下达”的
法定化路径。

3.2“上传”—通过城市设计研究，

反馈并修改地方城市规划

拉法尔市位于法国西部的马耶讷
省，距离巴黎约 300　km。拉法尔市高
铁地区启动开发的原因是高铁 (LGV) 的

图 5 拉法尔市高铁地区协议开发区规划 (城市设计方案 )
资料来源：Richez Associés 公司主导制定的协议开发区规划 LA ZAC <LAVAL GRANDE 
VITESSE>。

图 4 奥奈森林市的现状风貌
资料来源：Richez Associés 建筑规划景观公司参与奥奈森林市 PSA 地块规划的商务
投标文件。

　 拉法尔市地方城市规划原条文
Richez Associés 公司提出的

修改建议 (2015 年 )

修订后的地方城市规划

(2017 年 6 月 )

是否采纳修改建

议 /修改方式

第九条：土地建设控制 常规情况下，建筑最大占地面积不得
超过用地面积的 65％

该条文是一个PLU的模板式条款，
可能会制约公共设施的建设。建
议将建筑占用地面积的比例上限
修改为 75％

建筑最大占地面积不得超
过用地面积的 75％

采纳，修改数值

第十条：最大建筑高度 建筑高度由附件中的图示确定，在附
件没有列出的区域之外，建筑限高 20　m

建议删除该条文在附件中的图示，
这种图示限制了城市设计希望形
成的城市形态；这个区域可以有
一个超过 30　m 的标志性建筑，一
般建筑的最大立面高度为 18　m，
屋顶高度不超过 23　m

建筑的高度应符合建筑高
度规划图，附件中同时提
出了建筑高度控制的特殊
规定图表。除了下图和附
件中有明确要求的区域，
建筑限高仍为 20　m

采 纳， 更 新 / 附
加图表

第十一条：建筑物外观
及相关要素管控

提出了对建筑外观一系列要素的具体
规定，包括通信电线和天线的位置、
垃圾收集、屋顶的形式及设施、建筑
的材料和颜色、外墙的材质、绿色建
筑的认证要求、对栅栏的管控要求

逐条提出了简化或修改建议 简化了该地区的条文要
求，在附件中增加了图示

部分采纳，简化
条文，附加图表

例如 屋顶 除了有节能设施的屋顶，屋顶都应由
植被覆盖或有露台。太阳能电池板应
尽可能嵌入屋顶之中，不应突出于屋
顶之外。这些太阳能电池板应构成明
确的几何形状 ( 如正方形、矩形、横
向的带状等 )

建议提出建设坡屋顶的要求。将
条文修改为“屋顶应采用植被覆
盖、有露台的平屋顶或嵌入节能
设施的坡屋顶这三种形式之一”

屋顶可以由屋顶平台或坡
屋顶组成，宜覆盖植被

—

第十三条：建造者建设
空地、游乐和休闲场地
及绿化种植的义务

( 没有相关规定 ) ( 对 UBg 以外的地区提出停车场
绿化植树的修改建议 )

( 没有相应修改 ) 未采纳

表 3 拉法尔高铁地区协议开发区规划对地方城市规划的修改情况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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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地方城市规划 OAP 文件的管控示意

图 7 拉法尔市高铁地区规划 (ZAC) 总平面

尽管地方城市规划 OAP 文件中的
控制内容完全源于拉法尔市高铁地区协
议开发区规划的城市设计方案，但两者
的控制深度仍然不同。地方城市规划
作为法定规划，其 OAP 文件提出的控
制要求更类似于我国的区段城市设计导
则，主要是对界面、标志物等会影响城
市空间整体效果的要素进行管控。而协
议开发区规划则在建筑单体、建筑群关
系和公共空间层面提出了很多细节的管
控内容，如图 7 中的总平面图直接对建
筑轮廓线提出了管控要求。在下文协议

开发区对地块买卖合同的附加文件中，
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到这种深度的差异。

3.3“下达”— 基于城市设计内容，

提出土地买卖合同附加要求

作为协调推进城市开发的规划工
具，协议开发区规划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通过城市设计这个平台协调规划与
实施，从而将城市设计管控要求落实到
开发建设之中。每一个公共机构、开发
商或私人业主，在购买协议开发区内的
土地进行开发建设时，都需要签署一份

建设，该高铁线路将会让拉法尔市到达
巴黎市的时间缩短为 1 小时 10 分钟。
这个工程提出了在这个区域塑造新的城
市门户的战略性要求⑧，因此拉法尔市
决定设立协议开发区，对包括火车站在
内的 13.8　hm2 的门户地区进行城市更
新和开发建设 ( 图 5)。

高铁地区属于拉法尔市地方城市规
划中“中心城区和历史城区协调区”(UB
区 ) 为协议开发区设立的特殊用地类别
(UBg 区 )。在制定协议开发区规划和城
市设计方案的过程中，规划师发现该市
的地方城市规划对 UBg 区的管控规定
存在适用性问题。例如，第九条对土地
建设的控制，采用了地方城市规划通用
的模板内容，无法体现该地区的特殊性；
第十条对建筑高度的限制过于严格，屏
蔽了出现标志性建筑的可能性，也不符
合城市设计预期的空间形态；第十一条
对建筑外观的管控则过于具体，无法同
实际开发的需求相衔接。究其原因，是
地方城市规划没有给待开发项目留出足
够的灵活性，并且在没有进行深入的城
市设计研究的情况下，在管控规定中提
出了量化的管控要求⑨，对城市开发造
成了很大的阻碍。因此，负责协议开发
区规划的规划师在明确自己的城市设计
方案之后，给地方城市规划提出了修改
建议⑩ ( 表 3)。

由表 3 可以看出，地方城市规划基
本采纳了规划师的修订建议，调整了相
应的条文，从而保证了地方城市规划与
协议开发区规划的一致性。未采纳的条
款，仅仅是规划师对协议开发区规划范
围以外的修改建议。

地方城市规划在修订管控规定相
关条文的同时，其重点项目行动目标与
计划 (OAP) 文件中，也纳入了协议开
发区规划中的相关城市设计控制性要
素”( 图 6，图 7)，包括协议开发区范
围控制线、建筑功能、建筑立面、标志
性建筑物位置和城市门户空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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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主要内容 图片摘录

1 拉法尔高铁
地区规划简
介

①协议开发区规划制定
的背景和目的
②规划总平面图
③ Lot1A 地块所处的位
置，与周边建筑和交通设
施的关系等

　

      Lot1A 地块的位置
2 城市对建筑

的要求
 ① Lot1A 地块需要遵循
的地方城市规划和其他
相关规划的条款要求列
表
②项目选址及交通流线
要求
③地块边界线、建筑控制
线及地块标高等要求
④ Lot1A 地块由于其所
处位置的特殊性，还会包
括地块与周边建筑、道
路联系的坡道设置要求、
与公共交通站点的联系
要求，以及建筑首层必须
设置的公共厕所和自行
车停车场要求等

     地块边界线和建筑控制线要求
　

     建筑首层平面必须满足的出入口、公共厕所、 
     自行车停车场等功能和相应面积要求

落实城市设计管控内容的文件。通常情
况下，制定协议开发区规划的规划师也
是该地区的总规划师，拥有审核建筑方
案的签字决定权。建筑师在完成设计方
案后，不仅需要得到市政府的建设许可，
还需要总规划师认可该设计方案符合规
划，才能够进行建设施工。

下文以拉法尔市高铁地区协议开发
区规划 Lot1A 地块的合同附加文件为
例，简要介绍协议开发区规划对具体建
设的管控要求。此文件名为《Lot1A 地
块建筑、规划、景观和环境规定文件》，
包括七个部分，其内容涉及对上位规划
思路的介绍、相关规划控制要求的总结，
公共空间设置与景观环境塑造要求，对
建筑轮廓线、层数、外墙材质、每一层
的建筑面积、首层需满足的城市功能需
求等极为细致的控制要求。该文件每个
章节的主要内容及图片摘录如表４所示。

通过这份附加文件的管控，基本上
可以确保建筑师的方案都能够符合城市
设计的要求。与国内新项目开发时一个
地块仅仅委托 1 ～ 2 家设计单位的工作
模式截然不同的是，在法国，地块中的
每一栋建筑都会委托给不同的建筑师进
行设计。即便是负责协议开发区规划的
总规划师，通常也只能担任其中一栋建
筑的建筑师，从而保证城市空间在总体
控制的前提下，还能保持多样性，形成
地区乃至每一栋建筑的个性与辨识度。
在实地考察中，这种统一中的多样性，
也确实是法国新的城市开发项目最令人
赞叹的地方 ( 图 8)。

4法国城市设计管控对我国城市

设计法定化的借鉴

法国的城市化进程基本已经结束，
较早实现了从关注城市建设“总量”到
关注城市空间“品质”的思想转变，探
索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适应本国实际
情况的城市设计法定管控体系。尽管我

表 4 拉法尔市高铁地区 Lot1A 地块建筑、规划、景观和环境规定文件摘录

图 8 统一中的多样性
注：塞甘岛 (Ile Seguin) 工业改造项目，2003 年设立协议开发区，目前还在进行建设。

广场

铁路

高铁地区-1区参考鸟瞰图

人行天桥和自行
车道的艺术改造
工程
费辛格于 2017
年 10月建成

高地坪层路面：新建
单行线
预留给公交巴士、大
客车以及消防车

第三大道：改造
道路宽度6.5m
共板自行车道
路侧停车场
人行道拓宽（从7.5m到 13.5m）

南站
（6个站台）
候车棚高铁地区协议

开发区规划建
设启动项目
LOT1A地块

广场

铁路区域

Lot1A地块的建设规模应遵循协议开发区规划

Lot1A地块的参考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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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处于不同的发
展阶段，面对着不一样的实际建设需求，
但还是可以从法国的经验中找出一些可
以参考和借鉴的因素，以推进我国城市
设计法定管控路径的构建。

4.1形成法定化的城市设计管控指标

体系

法国的地方城市规划对城市设计要
素的法定化管控，是法国城市规划体系
与我国法定规划体系最显著的区别。

在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制定通
常从深化总体规划出发，确定用地性质、
交通组织，提出地块的建设容量、绿化
率和建设密度等指标，基本没有从城市
设计的角度出发考虑城市形态，导致了
当前城市风貌特色的一系列问题；即便
是近年来一些结合城市设计编制的控制
性详细规划，在实施的过程中，建筑方
案也往往会偏离城市设计方案，极少有
实际建设项目能够完全体现最初的城市
设计意图。究其原因，是由于当前的规
划体系中缺少对城市设计要素的法定管
控指标。2006 年修订的《城市规划编
制办法》淡化了城市设计的相关内容，
仅提出控制性详细规划应提出“各地块
的建筑体量、体型、色彩等城市设计指
导原则”，这显然无法对城市风貌的塑
造起到有效的管控作用。因此，在对《城
市设计管理办法》的技术内容进行细化
的过程中，有必要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
探索形成法定化的城市设计管控指标体
系。该体系不仅包括常见的对建筑布局、
高度和体量等要素的控制，还需要增加
与城市风貌相关的细节内容，如对围栏、
屋顶乃至于附属设施等要素的严格管控。

4.2构建“上传下达”的城市设计

管控路径

尽管地方城市规划与协议开发区规
划在深度和形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
却能够通过城市设计成果的反馈，修改

法定规划，从而实现法定管控内容在不
同层级规划之间的传递，这种路径的构
建是法国城市设计管控的另一大特点。

我国高度重视城市设计，在总体规
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城市双修”等
规划中均明确提出要开展城市设计，对

其设计深度也有相应的要求，但管控要
素在城市设计与法定规划之间，以及不
同层级的规划之间的传递路径仍需要进
一步完善。在未来对城市设计管控体系
的建构中，应探索每一个层级管控的深
度和传递的法定内容。一方面，高层级

章节 主要内容 图片摘录

3 地面层要求 ①建筑建设过程中涉及
的标高调整
②底层空间外墙材质与
公共空间人行道铺地的
协调性要求
③景观连通及树木种植
要求等

    为实现地块周边公共空间的改善，必须实现的
     剖面设计要求

4 天空层要求 ①建筑层数
②视线通廊规定
③建筑物外立面设计要
求
④屋顶花园的设置等

　

    建筑层数与视线通廊要求

5 方案与面积要
求

①每一层允许的建筑面
积
②每一层允许的建筑功
能
③设置空中连廊的多方
案比较等

　

　每一层允许的建筑面积
6 创新要求 ①对绿地景观、建筑功

能的混合和创新利用 
②邻里发展
③施工过程中的环保要求 
④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内
容的引导性要求

7 工程技术要求

续表 拉法尔市高铁地区 Lot1A 地块建筑、规划、景观和环境规定文件摘录

方案是根据首层是高地坪层 
(公交站和高铁轨道) 确定
的。还需特别考虑低地坪层
（第三大道）的建筑高度

建筑高度控制图

注：在工程技术要求一
章中描述了铁路周边的
建设性制约因素

SNCF铁路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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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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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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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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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斜坡

1.现状

2.第三大道的
改造 
通过改造斜坡，
加宽街道

3.土方改造后
提升公共空间

4.建筑施工（私
人地段）

低地坪层路面
第三大道

高地坪层路面
公交车站

第三
大道

第三大道（低地坪层）上的参考侧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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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宏观规划，如总体城市设计，对要素
的管控不应过细，因为如果在过大规模
的规划中提出过于具体的管控要求，当
其与实际开发建设无法衔接时，可能会
导致规划的不适用问题，而一旦将城市
设计管控要素法定化，反而会有损规划
的严肃性。另一方面，对于直接面向实
施的开发项目，应强化城市设计管控的
深度，甚至细化到对地面铺装、围墙高
度、建筑单体和附属设施等要素的管控，
从而确保建筑和公共空间的品质，避免
“奇奇怪怪的建筑”对城市风貌的损害。

4.3以城市设计为工作平台，实现

精细化管理

法国的协议开发区规划不仅仅提供
了一份城市设计方案，更关键的是为不
同层级政府、集体、开发商、私人业主、
建筑师、景观设计师和周边居民等所有
与开发建设相关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相
互理解和充分协商的可视化平台。规划
师的角色也不仅是作为设计者，对上位
规划的反馈者以及对建设的管控者，更
是中间的协调者。在法国与当地规划师
的交流中，他们表示近一半的工作都是
与各方的协商，从而推进城市设计的落
实，实现精细化管理。

协议开发区规划中的总规划师责
任制则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这个
制度明确了技术人员的管控地位，并确
保了城市设计的最终实现。以大巴黎地
区最新建成也是最具典范意义的塞甘岛
(Ile Seguin) 塔佩兹区 (Trapeze) 为例，
在 38　hm2 用地的建设开发过程中，有
52 家建筑公司参与到建设之中，另外
还有 35 家建筑公司参与了咨询工作，
因此该地区不仅有总规划师负责总体协
调，深入到每一个地块，还会有地块总
规划师，从而形成总体协调有序，又极
富多样性的新的城市活力中心。

在我国，尽管已经有许多地区开始
尝试在土地出让时附加城市设计条件，

但是大多还没有形成城市设计师与建筑
师直接对话、共同工作的平台，也缺乏
责任规划师在建设过程中的专业监督，
导致城市设计内容“落不下去”，或者
由于其他种种原因直接被忽视，城市的
公共利益也随之被损害。因此，还需要
探索一条城市设计在城市建设中全过程
跟踪的道路，从而真正实现空间品质的
提升。

[注　释 ]

①选择奥奈森林市，是因为笔者在法国期间，

多次同Richez 建筑规划景观公

司的资深规划师 ELSA FORGET就该市的地

方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关系进行交流。

她提到，巴黎市的地方城市规划(PLU)规

定过于复杂，对于很多第一次在巴黎做城

市设计的法国规划师而言，读懂这个 PLU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不太适宜作为介

绍PLU的案例。

②因为奥奈森林市 (Aulnay-sous-Bois)位

于巴黎市郊，所以这里的高密度城市中心

(UA区 )并不是高层形态，而仅仅是集合

住宅或独栋住宅，兼容商业办公。

③资料来源：Richez 建筑规划景

观公司参与奥奈森林市PSA地块规划的商

务投标文件。

④由于篇幅所限，表 2仅对管控规定中的通

用条款进行摘录，不涉及管控规定中对特

殊情况的描述。例如，由于PLU中的已建

成地区地块通常非常小 (如表 2中的 UA

和 UG 类地区 )，会有一些特殊形状的地

块无法满足第六条“建筑物与相邻公共空

间、城市道路距离的规定”中通用条款的

退线要求，PLU还会有相应特殊情况下应

符合的规定。

⑤表 2中仅摘录了不同地区对商业建筑的规

模控制要求，另外还有对仓储、手工艺等

功能的建筑面积限制和改扩建时的规模限

制等条款。但其目的都是为了控制建筑的

尺度。

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为法国的城市化进

程基本已经结束，所以它们的“大规模开

发”在我国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项目——

根据法国生态和可持续发展部 2014 年发

布的资料《巴黎协议开发区图册》<Atlas 

des >，截至2013年6月30日，

巴黎市进行中的协议开发区规划共15个，

总面积仅 301　hm2。

⑦ ELSA FORGET估计法国 90％以上的城市开

发都采用协议开发区规划，这是“最有可

能实现开发”的工具。

⑧资料来源：Richez 公司主导制定

的协议开发区文件 LA ZAC <LAVAL GRANDE 

VITESSE>。

⑨负责拉法尔市高铁地区规划的 ELSA 

FORGET规划师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地方城

市规划，因为它越级管控了自己没有深入

研究的内容，导致后续的开发建设遇到很

大的困难。

⑩负责编制协议开发区规划的通常是建筑规

划和景观事务所，而负责编制地方城市规

划的是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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